
黄宗智

传统的“工人”和“农民”两个阶级范畴其实掩盖了改革期间的最庞大、关键

的社会经济变迁。今天，大多数的“工人”不是城镇居民而是农村户籍人员，

部分家庭仍然在农村，而大多数的“农民”不简单地是务农人员而是非农就

业人员，部分家庭人员同时在城镇和农村打工或从事非农就业。这些“半工

半农”的家庭其实是中国最庞大、最基本的经济单位。

孟 捷 李怡乐

尽管中国的劳动争议还存在组织程度低、自发性强的弱点，但自新千年以来

劳动争议数量的持续攀升，特别是近年来劳资争议的爆发性增长，仍然见证

了工人力量的崛起。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自新世纪以来日渐显著的反向保

护运动，完全可以视作来自下层和来自上层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

结果。

雷 鸣 邓宏图

以诹访制丝同盟、女工登录制度、等级工资制度等“私序”的设立为标志，这

种以互惠、合作为主的自发形成的信念、行为、组织和规则最终确立，并最终

导致诹访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稳定，也支持了日本的出口制丝业的迅猛发

展和近代日本世界强国地位的确立，使日本实现了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

的成功转型。

专题二：劳动关系

种问题意识去思考的，他们的思想也被介绍到了

中国。但遗憾的是，在现今日本的知识界（其实

也并不是从现在开始的事情），主流的做法仍然

是从美国那里进口知识。我们至今也未能克服

这一弱点。

从这个观点上来看，我觉得重新看待毛泽东

时代的遗产也许是个好办法。毛泽东是抱有“培

养‘本土知识’”的意识的，比如他提出“赤脚医

生”等等。又或者是“人民”这个词，其实也是采

用了中国传统的词汇，所以有着孕育本土知识的

可能性。可惜的是它再一次变成了“公民”这样

的外来词。所以当我们再一次审视共和国历史

的时候，我希望能够在如何孕育本土知识的这个

点上多思考多讨论。比如民主主义也是外来的

知识，那么能不能不运用外来的知识，取而代之

以自我规定的知识构造呢。因为我们所具有的

知识 99%都是从外国那里来的，所以事实上很有

必要去创造一些能够把它们全都替代掉的知

识。当然这是从理论上来说。以上是我的感想。

村田雄二郎：重新追问共和国的认同

我也想对刚才尾崎先生的发言说几句话。

事实上，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追问不同于西方

的本土知识的意义的问题意识，早在民国时期就

通过“学术本土化”运动这样的形式有所显现

了。而且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化热中，社会科学

的本土化、中国化也是一直被提出来的一个重大

课题。我觉得确立人民共和国的认同是一个很

精彩的总结。刚才休息的时候跟池上先生谈到，

“《开放时代》这本杂志说不定就是100年前的《新

青年》的现代版。”《新青年》是份怎样的杂志呢？

就是辛亥革命之后过了四五年，为了重新追问中

华民国认同而出现的一份杂志。所以说，《开放

时代》不正像是21世纪的《新青年》吗？或者追溯

到清末的话，还有梁启超的《新民丛报》。《新民丛

报》严格来说不属于学术杂志，但作为评论类杂

志来说，它至今仍然受到学界非常高的评价。就

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对中国学术的“本土化”追问

就开始了。胡适的《独立评论》开始把“本土知

识”作为一个问题在 20世纪 30年代提出来，并继

承了《新青年》的志向。《独立评论》这部时评杂志

作为自由主义研究和评价胡适的重要资料，最近

广受关注。所以回过头来说，我感觉在这 100年

或150年的历史里面，重新追问共和国的认同，这

一非常根本、基础的知识活动直到今天仍在继续

进行着。我们自己就像是站在历史的现场里一

样，或许 100年之后的研究者会说：20世纪有《新

青年》，21世纪有《开放时代》。

就像刚才尾崎先生所说的，7 年之前我们也

邀请过《读书》和《南方周末》相关人士来东京开

过一个会，而这次就仅围绕《开放时代》这一份杂

志，进行了如此深入的讨论。围绕一份杂志，在

日本进行这样认真的研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

常难得、宝贵的经验。

（录音整理：大萱晃子，翻译：吴修喆、齐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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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中国劳动人民
——劳动法规的历史演变与当前的非正规经济

■黄宗智

［内容提要］今天，传统的“工人”和“农民”范畴已经不再适用于中国社会实际。同时，国家劳动法规已经和

实际的劳动人民脱节，相当程度上已经变成只是维护少数特权蓝领工人以及白领公务员、事业人员和大中

型企业职员的法规。“工人”、“农民”和“劳动法律”话语其实已经导致对中国社会实际的深层误解。本文论

证了今天中国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既非传统意义的产业工人，也非传统意义的农民，而是半工半农、亦工

亦农的农村户籍人员。他们大多处于劳动法律保护的范围之外，被认作为临时性的“劳务”人员，处于“劳

务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之中。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真正的中产阶级差别悬殊，两者几乎属于两个不同世

界。今天，包含中产阶级的受到劳动法保护的正规经济只占总就业人员中的16.8%，而半工半农不受劳动

法保护的非正规经济的劳动人民则占到83.2%，亟需我们去重新认识。

［关键词］工人 农民 刘易斯拐点 橄榄型社会 半工半农家庭

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话语混合的演

变过程中，人们很容易受到一些不符合中国实际

的概念范畴的影响。譬如，把“工人”范畴等同于

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并把“劳动法”理解成为大多

数劳动人民所设置的法律。这是一个源自经典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许多左派学者因此聚焦于

传统概念中的“无产阶级”产业工人的研究，而且

多集中于他们的依（劳动）法抗争。①而新自由主

义学者们，则倾向于把占少数人员的大企业和国

有单位的正式全职“职工”想象为占大多数的就

业人员，把在中国占少数的“中产阶级”想象为占

大多数的人员，把中国社会想象为一个“橄榄型”

的、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②在市场经济的抽象

理论和想象中，更以为规模庞大的临时性、半正

式和非正式员工已经被完全整合于正式职工的

单一劳动力市场，以为中国已经进入所谓的“刘

易斯拐点”。③诸如此类的理论先行和意识形态

化想象，促使人们忽视了中国大部分真正意义的

劳动人民。

本文先从劳动法律的历史变迁切入，逐步重

新梳理出中国大多数的实际的劳动人民。他们

既非经典左派设想的城镇工业“无产阶级”，也非

经典新自由主义所想象的已经被整合入一个统

一的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劳动人民，更不是他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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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的占据“橄榄型”社会大多数的“中产阶级”。

一、劳动法规的历史演变

今天的“劳动”以及与之紧密关联的“工人”

两个法律与统计范畴的运用，包含着三个不同的

传统：一是中国革命传统中的“劳动”概念，基本

上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或“工人”范畴的意

思；一是在共产党执政之下形成的传统，“工人”

在意识形态与工资和福利上其实是个地位相当

高的等级；最后是市场主义的改革时期，劳动法

规实际上只适用于较少数的蓝领工人以及国家

官员和其他白领人员组成的较高身份的正规“职

工”，而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则被排除在“劳动”范

畴之外。结果是“劳动”和“工人”这两个法律和

统计范畴的极其复杂和充满误导性的使用，亟需

我们仔细分析。

（一）1949年以前

在革命时期，“劳动”一词主要是从工人革命

运动的视角来使用的，要为劳动人民争得有尊严

的待遇：诸如安全、卫生的工作环境、最低限度工

资、8小时工作时间、对妇女和童工的保护、社会

保险等。如此的要求可以追溯到中国共产党建

党初期。1922 年 5 月 1 日，在国际劳动日召开的

全国劳动大会上通过了 8小时工作制案。同年 8
月，党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拟定《劳动立法原

则》、制定《劳动法大纲》（高学强，2010）。其后在

1925年～1929年每年一度的5次（除了1928年之

外）全国劳动大会上通过了一系列的具体规定：

在 8 小时工作日（煤矿则限定 6 小时）之外，还有

关于休息日、每周最多工作时间、保护妇女和童

工的种种规定（禁止危险和困难工作、禁止哺乳

期的妇女作夜工和特别强度的工作、哺乳时间每

次相隔不准超过三个半小时、每周须有继续42小

时之休息等）等。（国家劳动总局政策研究室，

1980：11-15）。这些都是一个革命劳工运动所采

纳的决议。

同时，在共产党的根据地内，形成了与上述

革命传统并行的革命党执政传统，反映于1933年

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首先，在之

前采纳的具体规定之外，补加了其他的一些法定

基本要求：正式合同、超时的额外工作工资的规

定、更详细的妇女和童工保护规定、社会保险

——包括医药、工伤、失业、退休（“残废及衰老

时”）、死亡或失踪时的“家属补助金”等（《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劳动法》，1933：第68条）。

同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把党国机

构员工和工人一起并入了劳动法新采用的“职

工”范畴（第 1条）。在理论上，党是“无产阶级的

先锋队”，而国家则是党的行政机构。把党国机

关人员纳入“劳动”法律被认为是顺理成章的事。

如此的执政理论所产生的后果之一是，之后

的工会也同样顺理成章地成为党国控制下的一

个机构（第117条）。这就与在（半）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的环境下，针对当权者干革命运动的工会十

分不同。延安时期，在解放区的工会完全被置于

作为党的机构的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和管辖之

下。在实践中，工厂的工会其实常是由工厂管理

者来领导的。正如前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倪

豪梅在 2012 年的一篇特别能够说明问题的回忆

论文中所揭示，当时和今天的工会的核心问题是

怎样才能促使工会独立于厂方管理层而真正代

表工人的实际利益（倪豪梅，2012）。
今天回顾，1933年劳动法的另一个特点是明

确把非全日工人、临时工和为了“完成某项工程”

而被雇用的工人全都纳入劳动法的“劳动”范畴之

下（第 91 条）。该法甚至把农业雇工、“季候工

人”、“乡村手艺工人”、“苦力”和“家庭仆役”也都

纳入了“劳动”范畴和劳动法保护范围之内，所表

明的是对“劳动者”范畴比较宽阔的理解。在这方

专 题 二



重新认识中国劳动人民
——劳动法规的历史演变与当前的非正规经济

■黄宗智

［内容提要］今天，传统的“工人”和“农民”范畴已经不再适用于中国社会实际。同时，国家劳动法规已经和

实际的劳动人民脱节，相当程度上已经变成只是维护少数特权蓝领工人以及白领公务员、事业人员和大中

型企业职员的法规。“工人”、“农民”和“劳动法律”话语其实已经导致对中国社会实际的深层误解。本文论

证了今天中国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既非传统意义的产业工人，也非传统意义的农民，而是半工半农、亦工

亦农的农村户籍人员。他们大多处于劳动法律保护的范围之外，被认作为临时性的“劳务”人员，处于“劳

务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之中。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真正的中产阶级差别悬殊，两者几乎属于两个不同世

界。今天，包含中产阶级的受到劳动法保护的正规经济只占总就业人员中的16.8%，而半工半农不受劳动

法保护的非正规经济的劳动人民则占到83.2%，亟需我们去重新认识。

［关键词］工人 农民 刘易斯拐点 橄榄型社会 半工半农家庭

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话语混合的演

变过程中，人们很容易受到一些不符合中国实际

的概念范畴的影响。譬如，把“工人”范畴等同于

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并把“劳动法”理解成为大多

数劳动人民所设置的法律。这是一个源自经典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许多左派学者因此聚焦于

传统概念中的“无产阶级”产业工人的研究，而且

多集中于他们的依（劳动）法抗争。①而新自由主

义学者们，则倾向于把占少数人员的大企业和国

有单位的正式全职“职工”想象为占大多数的就

业人员，把在中国占少数的“中产阶级”想象为占

大多数的人员，把中国社会想象为一个“橄榄型”

的、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②在市场经济的抽象

理论和想象中，更以为规模庞大的临时性、半正

式和非正式员工已经被完全整合于正式职工的

单一劳动力市场，以为中国已经进入所谓的“刘

易斯拐点”。③诸如此类的理论先行和意识形态

化想象，促使人们忽视了中国大部分真正意义的

劳动人民。

本文先从劳动法律的历史变迁切入，逐步重

新梳理出中国大多数的实际的劳动人民。他们

既非经典左派设想的城镇工业“无产阶级”，也非

经典新自由主义所想象的已经被整合入一个统

一的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劳动人民，更不是他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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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的占据“橄榄型”社会大多数的“中产阶级”。

一、劳动法规的历史演变

今天的“劳动”以及与之紧密关联的“工人”

两个法律与统计范畴的运用，包含着三个不同的

传统：一是中国革命传统中的“劳动”概念，基本

上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或“工人”范畴的意

思；一是在共产党执政之下形成的传统，“工人”

在意识形态与工资和福利上其实是个地位相当

高的等级；最后是市场主义的改革时期，劳动法

规实际上只适用于较少数的蓝领工人以及国家

官员和其他白领人员组成的较高身份的正规“职

工”，而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则被排除在“劳动”范

畴之外。结果是“劳动”和“工人”这两个法律和

统计范畴的极其复杂和充满误导性的使用，亟需

我们仔细分析。

（一）1949年以前

在革命时期，“劳动”一词主要是从工人革命

运动的视角来使用的，要为劳动人民争得有尊严

的待遇：诸如安全、卫生的工作环境、最低限度工

资、8小时工作时间、对妇女和童工的保护、社会

保险等。如此的要求可以追溯到中国共产党建

党初期。1922 年 5 月 1 日，在国际劳动日召开的

全国劳动大会上通过了 8小时工作制案。同年 8
月，党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拟定《劳动立法原

则》、制定《劳动法大纲》（高学强，2010）。其后在

1925年～1929年每年一度的5次（除了1928年之

外）全国劳动大会上通过了一系列的具体规定：

在 8 小时工作日（煤矿则限定 6 小时）之外，还有

关于休息日、每周最多工作时间、保护妇女和童

工的种种规定（禁止危险和困难工作、禁止哺乳

期的妇女作夜工和特别强度的工作、哺乳时间每

次相隔不准超过三个半小时、每周须有继续42小

时之休息等）等。（国家劳动总局政策研究室，

1980：11-15）。这些都是一个革命劳工运动所采

纳的决议。

同时，在共产党的根据地内，形成了与上述

革命传统并行的革命党执政传统，反映于1933年

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首先，在之

前采纳的具体规定之外，补加了其他的一些法定

基本要求：正式合同、超时的额外工作工资的规

定、更详细的妇女和童工保护规定、社会保险

——包括医药、工伤、失业、退休（“残废及衰老

时”）、死亡或失踪时的“家属补助金”等（《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劳动法》，1933：第68条）。

同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把党国机

构员工和工人一起并入了劳动法新采用的“职

工”范畴（第 1条）。在理论上，党是“无产阶级的

先锋队”，而国家则是党的行政机构。把党国机

关人员纳入“劳动”法律被认为是顺理成章的事。

如此的执政理论所产生的后果之一是，之后

的工会也同样顺理成章地成为党国控制下的一

个机构（第117条）。这就与在（半）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的环境下，针对当权者干革命运动的工会十

分不同。延安时期，在解放区的工会完全被置于

作为党的机构的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和管辖之

下。在实践中，工厂的工会其实常是由工厂管理

者来领导的。正如前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倪

豪梅在 2012 年的一篇特别能够说明问题的回忆

论文中所揭示，当时和今天的工会的核心问题是

怎样才能促使工会独立于厂方管理层而真正代

表工人的实际利益（倪豪梅，2012）。
今天回顾，1933年劳动法的另一个特点是明

确把非全日工人、临时工和为了“完成某项工程”

而被雇用的工人全都纳入劳动法的“劳动”范畴之

下（第 91 条）。该法甚至把农业雇工、“季候工

人”、“乡村手艺工人”、“苦力”和“家庭仆役”也都

纳入了“劳动”范畴和劳动法保护范围之内，所表

明的是对“劳动者”范畴比较宽阔的理解。在这方

专 题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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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1933 年的劳动法和后来改革时期对正规“劳

动关系”越来越狭窄的定义将会形成鲜明的对照。

（二）共产党执政之后

在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之后，基本延续了江

西苏维埃时期把党政官员纳入劳动法“职工”范

畴的做法。这样，（“白领”的）党机关、国家机构

和事业单位的职工全都与（“蓝领”的）国有企业

工人一起被纳入“劳动”法律保护之下。这不是

个小问题——2010年，“国有单位”职工总数将会

占到全国所有受到国家劳动法保护的正规职工

总数的一半以上（下面还要论证）。

从 20世纪 50年代到 70年代，国家基本没有

颁布新的劳动法，但发布了相当数量关于劳动的

指示和规则，包括针对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的法规。它们的重点在于建立统一的工资制

度和把劳动分配纳入政府和经济计划的管辖之下

（国家劳动局政策研究室，1980：第15页及其后）。

今天回顾，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对“临时

工”的政策，一定程度上是后来改革时期更大规

模问题的先声。当时，不少单位使用了比较廉价

的农村劳动力——称作“民工”——来处理一些

特定的劳务需要，④其方式有所谓“合同工”、“协

议工”、“季节工”等，区别于正式工人。比如，特

定的建筑和运输工作、季节性工作如轧棉花、晒

盐、制糖、制茶等，一般都使用临时工。（国家劳动

总局政策研究室，1980：40-43）
当时，国家政策相当严格地限制临时工转正

为长期的正式工人，在两者之间树立了难以逾越

的壁垒。因此，实际上已经划分了两个不同等级

的工人。这时期的临时工规模虽然比较有限，但

已为后来改革时期所形成的大规模非正规经济

开了先例。

总体来说，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是比较严格

限制民工的使用的，多次下达了相关规定。比

如，1972年国家计委规定要把轮换工和县办企业

常年使用的临时工都纳入国家劳动计划，不得在

计划外招收；1977 年国家劳动总局规定，全民所

有制的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都必须控制在国家

下达的劳动计划以内；1979年计委明确规定要压

缩清理计划外用工（国家劳动总局政策研究室，

1980：70-73）。
总之，即便是在改革之前，正式的全职工人

和党政官员—干部已经从一个革命阶级—党开

始转化为一个执政的以及具有一定特权身份的

群体。他们的身份、地位和待遇都明显高于较低

层次的集体单位职工，以及非正式的临时工和合

同工，更不用说最低级的仅仅务农的农民。

作为处于整个身份等级制度最底层的农民，

毋庸说是临时民工的主要来源。实际上，即便是

在计划经济时期，城乡也有明显的差别。1958年

1月采用的户籍制度更巩固了城乡之间的等级制

度。之后国家规定农村人民，无论其父亲的户籍

如何，只能承继其母亲的身份，为的是要更加严

格控制城镇户籍。

（三）改革期间

改革期间呈现的是处于国家劳动法规保护

和福利制度之外的非正规经济的大规模扩增。

首先是 20世纪 80年代开始的农村工业化。初始

时候的社队（乡村）企业是由农村集体单位用工

分形式来支付其“离土不离乡”员工工资的，因此

完全谈不上给予工业工人的劳动法律保护和福

利。当时企业的用工概念基本还是原有的“民

工”和“临时工”，或结合非农就业与农业的“季节

工”。其后则是“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的大规

模进城打工，以及原来的（中小）国有单位员工的

大规模“下岗”，为的是其企业单位的“破产”或

“减负”。两者同样被置于劳动法保护和国家职

工福利制度之外。同时是小规模“私营企业”的

快速扩增，它们一开始被视作只是半正当的单

位，只具有“自然人”身份而不是正式“法人身份”

的企业，也基本被置于正规劳动法和福利制度之

外。伴随以上这些非正规经济的快速扩增，非正

规农民工和下岗工人很快就占到所有城镇劳动

者中的大多数。

1995 年的劳动法是在那样的背景下颁布

的。一方面，它承继了 1933年的《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劳动法》的传统，延续并更详细地作出了关

于劳动保护的规定：每周工作不得超过 44小时，

每日 8小时；超额的工作不能超过 3小时一天，并

必须支付“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资报酬”；普通假

日的劳动必须支付“百分之二百”的工资，国家规

定的假日则要支付百分之三百；职工在工资之

外，“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包括退休、患病、

工伤、失业、生育，即所谓的“五保”。（《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法》，1994：第36、38、41、44、70、73条；

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07）。
另一方面，新劳动法虽然没有明确说明把什

么样的劳动排除在法定“劳动”范畴之外，也没有

给予实践中被广泛使用的“劳务关系”范畴正式

的定义，但它十分明确地说明法定“劳动关系”的

含义：正规的“劳动关系”被确定为具有“法人身

份”的“用人单位”和其正式职工之间的关系。劳

动法更说明，前者在正规企业之外，还包含“国家

机关”、“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团体”的职工（《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1994：第 2条；亦见《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07：第 2条）。这样，

其实际含义相当清楚：劳动法只适用于这些法定

单位的“劳动关系”。在实践之中，即便没有被法

律条文所明确说明，劳动法也被认作不适用于不

具有正规“法人身份”的“用人单位”与其员工之

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不适用于临时工以及为某

项劳务而被雇佣的工人。

2012年 4月的一起案例特别能够说明问题。

有两位老农在一个化肥厂打工，每日工资 50元。

半年之后，工厂获得正式法人身份，成为法定的

正式“用人单位”。两位老农要求成为该工厂的

正规工人，但还是被厂主解雇了。二人向当地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劳动法律

保护，但没有得到支持。理由是，他们在工厂工

作的那半年，工厂尚未获得正式的“法人用人单

位”资格，因此他们与工厂的关系只能算是劳务

关系，不能算是正规劳动关系。所以，不适用国

家的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劳务关系不是劳动

关系诉讼难得仲裁支持》，2012）
当然，即便是属于正规“劳动关系”的蓝领工

人，也不一定会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譬如，企

业可以与地方政府（作为“招商引资”的显性条件

或隐性默契）串通不严格执行国家的劳动法规。

即便不是这样，企业职工的维权也面对重重障

碍。在劳资争议中固定的程序是先要通过工会

调解，但工会一般会比较认同厂方而不是劳动

者。调解不成，方才可以申请当地劳动与社会保

障局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而在这两

个层次上，都可能会遇到当地招商引资的地方政

府对公司的庇护。不服仲裁裁决，才可以向地方

法院提起诉讼。即便是在最后这个环节，仍然可

能受到当地政府或官员的阻挠。（例见《劳动争议

纠纷案件现状及情况分析》，2012；《劳动纠纷起

诉书——劳动纠纷案例一》，2010；《媒体公告解

除劳动关系引出的诉讼》，2007）这些都是以往聚

焦于产业工人研究的左派学术已经说明的问题

（例见Ching Kwan Lee，2007）。
但是，一般来说，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以及

较大的正规企业会更遵守国家法规（当然，大规

模的企业也意味着它具有对当地政府更大的杠

杆权力，能够绕过国家劳动法规），而较小规模的

“私营企业”，即便是在册的单位，大多并不具备

正规“法人”身份，本来就不被国家法律认定为正

规的“用人单位”，更不会太重视国家劳动法规。

为了节省劳动费用，两者一定程度上都会依赖临

专 题 二



2013/05 开 放 时 代

□
59

□
58

2013/05 开 放 时 代

面，1933 年的劳动法和后来改革时期对正规“劳

动关系”越来越狭窄的定义将会形成鲜明的对照。

（二）共产党执政之后

在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之后，基本延续了江

西苏维埃时期把党政官员纳入劳动法“职工”范

畴的做法。这样，（“白领”的）党机关、国家机构

和事业单位的职工全都与（“蓝领”的）国有企业

工人一起被纳入“劳动”法律保护之下。这不是

个小问题——2010年，“国有单位”职工总数将会

占到全国所有受到国家劳动法保护的正规职工

总数的一半以上（下面还要论证）。

从 20世纪 50年代到 70年代，国家基本没有

颁布新的劳动法，但发布了相当数量关于劳动的

指示和规则，包括针对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的法规。它们的重点在于建立统一的工资制

度和把劳动分配纳入政府和经济计划的管辖之下

（国家劳动局政策研究室，1980：第15页及其后）。

今天回顾，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对“临时

工”的政策，一定程度上是后来改革时期更大规

模问题的先声。当时，不少单位使用了比较廉价

的农村劳动力——称作“民工”——来处理一些

特定的劳务需要，④其方式有所谓“合同工”、“协

议工”、“季节工”等，区别于正式工人。比如，特

定的建筑和运输工作、季节性工作如轧棉花、晒

盐、制糖、制茶等，一般都使用临时工。（国家劳动

总局政策研究室，1980：40-43）
当时，国家政策相当严格地限制临时工转正

为长期的正式工人，在两者之间树立了难以逾越

的壁垒。因此，实际上已经划分了两个不同等级

的工人。这时期的临时工规模虽然比较有限，但

已为后来改革时期所形成的大规模非正规经济

开了先例。

总体来说，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是比较严格

限制民工的使用的，多次下达了相关规定。比

如，1972年国家计委规定要把轮换工和县办企业

常年使用的临时工都纳入国家劳动计划，不得在

计划外招收；1977 年国家劳动总局规定，全民所

有制的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都必须控制在国家

下达的劳动计划以内；1979年计委明确规定要压

缩清理计划外用工（国家劳动总局政策研究室，

1980：70-73）。
总之，即便是在改革之前，正式的全职工人

和党政官员—干部已经从一个革命阶级—党开

始转化为一个执政的以及具有一定特权身份的

群体。他们的身份、地位和待遇都明显高于较低

层次的集体单位职工，以及非正式的临时工和合

同工，更不用说最低级的仅仅务农的农民。

作为处于整个身份等级制度最底层的农民，

毋庸说是临时民工的主要来源。实际上，即便是

在计划经济时期，城乡也有明显的差别。1958年

1月采用的户籍制度更巩固了城乡之间的等级制

度。之后国家规定农村人民，无论其父亲的户籍

如何，只能承继其母亲的身份，为的是要更加严

格控制城镇户籍。

（三）改革期间

改革期间呈现的是处于国家劳动法规保护

和福利制度之外的非正规经济的大规模扩增。

首先是 20世纪 80年代开始的农村工业化。初始

时候的社队（乡村）企业是由农村集体单位用工

分形式来支付其“离土不离乡”员工工资的，因此

完全谈不上给予工业工人的劳动法律保护和福

利。当时企业的用工概念基本还是原有的“民

工”和“临时工”，或结合非农就业与农业的“季节

工”。其后则是“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的大规

模进城打工，以及原来的（中小）国有单位员工的

大规模“下岗”，为的是其企业单位的“破产”或

“减负”。两者同样被置于劳动法保护和国家职

工福利制度之外。同时是小规模“私营企业”的

快速扩增，它们一开始被视作只是半正当的单

位，只具有“自然人”身份而不是正式“法人身份”

的企业，也基本被置于正规劳动法和福利制度之

外。伴随以上这些非正规经济的快速扩增，非正

规农民工和下岗工人很快就占到所有城镇劳动

者中的大多数。

1995 年的劳动法是在那样的背景下颁布

的。一方面，它承继了 1933年的《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劳动法》的传统，延续并更详细地作出了关

于劳动保护的规定：每周工作不得超过 44小时，

每日 8小时；超额的工作不能超过 3小时一天，并

必须支付“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资报酬”；普通假

日的劳动必须支付“百分之二百”的工资，国家规

定的假日则要支付百分之三百；职工在工资之

外，“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包括退休、患病、

工伤、失业、生育，即所谓的“五保”。（《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法》，1994：第36、38、41、44、70、73条；

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07）。
另一方面，新劳动法虽然没有明确说明把什

么样的劳动排除在法定“劳动”范畴之外，也没有

给予实践中被广泛使用的“劳务关系”范畴正式

的定义，但它十分明确地说明法定“劳动关系”的

含义：正规的“劳动关系”被确定为具有“法人身

份”的“用人单位”和其正式职工之间的关系。劳

动法更说明，前者在正规企业之外，还包含“国家

机关”、“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团体”的职工（《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1994：第 2条；亦见《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07：第 2条）。这样，

其实际含义相当清楚：劳动法只适用于这些法定

单位的“劳动关系”。在实践之中，即便没有被法

律条文所明确说明，劳动法也被认作不适用于不

具有正规“法人身份”的“用人单位”与其员工之

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不适用于临时工以及为某

项劳务而被雇佣的工人。

2012年 4月的一起案例特别能够说明问题。

有两位老农在一个化肥厂打工，每日工资 50元。

半年之后，工厂获得正式法人身份，成为法定的

正式“用人单位”。两位老农要求成为该工厂的

正规工人，但还是被厂主解雇了。二人向当地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劳动法律

保护，但没有得到支持。理由是，他们在工厂工

作的那半年，工厂尚未获得正式的“法人用人单

位”资格，因此他们与工厂的关系只能算是劳务

关系，不能算是正规劳动关系。所以，不适用国

家的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劳务关系不是劳动

关系诉讼难得仲裁支持》，2012）
当然，即便是属于正规“劳动关系”的蓝领工

人，也不一定会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譬如，企

业可以与地方政府（作为“招商引资”的显性条件

或隐性默契）串通不严格执行国家的劳动法规。

即便不是这样，企业职工的维权也面对重重障

碍。在劳资争议中固定的程序是先要通过工会

调解，但工会一般会比较认同厂方而不是劳动

者。调解不成，方才可以申请当地劳动与社会保

障局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而在这两

个层次上，都可能会遇到当地招商引资的地方政

府对公司的庇护。不服仲裁裁决，才可以向地方

法院提起诉讼。即便是在最后这个环节，仍然可

能受到当地政府或官员的阻挠。（例见《劳动争议

纠纷案件现状及情况分析》，2012；《劳动纠纷起

诉书——劳动纠纷案例一》，2010；《媒体公告解

除劳动关系引出的诉讼》，2007）这些都是以往聚

焦于产业工人研究的左派学术已经说明的问题

（例见Ching Kwan Lee，2007）。
但是，一般来说，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以及

较大的正规企业会更遵守国家法规（当然，大规

模的企业也意味着它具有对当地政府更大的杠

杆权力，能够绕过国家劳动法规），而较小规模的

“私营企业”，即便是在册的单位，大多并不具备

正规“法人”身份，本来就不被国家法律认定为正

规的“用人单位”，更不会太重视国家劳动法规。

为了节省劳动费用，两者一定程度上都会依赖临

专 题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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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工、非全日工等属于劳务关系的人员。这些在

大城市也决不罕见的现象（例如餐馆服务员、社

区保安；即便是大学的清洁工也常常如此——见

［李干，2008］），在乡村的“乡镇企业”和“私营企

业”更加如此。至于未曾登记的小规模企业或只

有一二名员工的“个体户”，就更不用说了。

2005年以来，更有新型的“劳务派遣公司”现

象的快速扩增。他们主要为国有单位和大企业服

务，为他们组织廉价的“（劳务）派遣工”。如此的

“工人”在理论上和实际的聘用单位是处于“劳务

关系”范畴的，只和中介性的“劳务派遣公司”带有

“劳动关系”。但是后者其实只是一种话语游戏；

既然不是实际的“用人单位”，劳务人员根本就没

有可能从这种公司获得劳动法所规定的保护和福

利。近年来，通过劳务派遣公司被雇佣的农民工

人数已经达到起码一千万人。这是“人力资源与

社会保障局”（原来的劳动与社会保障局的新名

称）的官方估计；社会人士（如关注该问题的一些

人大代表）则更倾向使用2500万人的数据。（劳动

与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2010：263-266）
“劳务派遣”一词的兴起和使用很好地说明中

国目前混合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套话语的复杂

性和误导性。“劳务派遣”原先主要用于国家为驻

华外国人派遣家政服务人员的机构，被视为关系

到国家安全的工作。后来，在国企“抓大放小”的

改革下，国家劳动局和一些公司自己组织劳务派

遣机构来为下岗工人安排其他工作。也就是说，

“劳务派遣”组织原先主要是国家机构（劳动与社

会保障部研究所，2010：263-264）。但是，近几年

则从“劳务关系”的概念演化为今天的劳务派遣公

司——主要为国有单位和大企业组织非正规廉价

劳动力，诸如“清洁工”和“保安”类的临时工。

2012年年底，国家公布修改2008年的劳动合

同法，主要的修改在于关于劳务派遣的规定（《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国人民

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决定》，2012）。首先，修改

后的法律要求“严格控制劳务派遣的用工数量”

（第66条），看来在2013年7月1日施行之后，可能

会遏制其近年来非常快速的扩延。此外，修改法

规定劳务派遣工应当享有与用工单位中同类工作

者的“同工同酬”的权利（第 63条）。此项规定估

计会对近年来被通过劳务派遣渠道聘用的白领工

作人员起到一定的正面作用，但是对清洁工和保

安等一直都是以临时工为主的人员来说，可能不

会引起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总而言之，经过上列的历史演变，在国家劳

动法规保护的正规经济之外，形成了一个庞大的

基本处于劳动法规之外的非正规经济。下面我

们转入对非正规经济概念的进一步说明，然后论

证其在当今中国的具体规模和人数。

二、全球视野下的非正规经济

在世界上其它发展中国家，“非正规经济”早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便已伴随资本的国际化

而高速扩展。发达国家企业之所以进入发展中国

家，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寻求低于本国价格的劳动

力。而其资本一旦进入发展中国家，不仅意味着

企业本身将雇佣当地的劳动力，也导致与其关联

和为其服务的本地公司的兴起，更会触发一系列

的连锁效应，包括必要的基础设施、产品的运输

和销售以及员工的各种各样服务（例如交通工

具、餐饮、娱乐、清洁工、家政等）。除了新兴的现

代经济部门的正规职工之外，还有与其关联的处

于正规经济部门之外的众多员工和个体户，而他

们也需要各种各样的旧型或半旧型服务（例如工

匠、裁缝、小摊贩、廉价餐饮、维修等）。而当地农

村越是人多地少，剩余劳动力越多，其所能为现代

部门提供的非正规廉价劳动力也就越多。这些现

象先呈现于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但在中国脱

离计划经济之后，也非常快速地在中国扩增。

正如联合国的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简称 ILO）、世界银行的“社会

保护单位”（Social Protection Unit）以及诺贝尔和

平奖选拔委员会等机构所指出，规模庞大并不断

扩展的“非正规经济”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普遍

现象。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它在“亚洲”⑤

已经扩展到非农就业的65%（北非的48%、拉美的

51%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 78%）（ILO，

2002）。已有众多的研究一再指出发展中国家的

这个现象，其中包括世界银行的社会保护单位所

发表的多篇论文（例见 Blunch，Canagarajah and
Raju，2001；Canagarajah and Sethurman，2001，
Das，2003）。

国际劳工组织在 1919 年组建于国际联盟

下，并因提倡社会公正而于 1969 年获得诺贝尔

和平奖。它对“非正规经济”和其就业人员采用

了合理和实用性的定义⑥：即缺乏就业保障、福利

和法律保护的劳工。在中国，最恰当的例子当然

是人数庞大的“离土离乡”农民工，包括城镇中新

兴的较小规模的“私营企业”员工以及“个体户”，

更包括乡村的“离土不离乡”乡镇企业和私营企

业员工以及个体户。此外，则是乡村的农业就业

人员，他们和农民工密不可分，今天几乎全是“半

工半耕”的家庭，农业收入还要低于打工收入，并

且同样没有国家劳动法规保护和基本没有（或只

有低等）社会福利（下面还要详细讨论）。

非正规经济人员之中有许多以低报酬、无福

利的临时工或承包身份就业于正规部门。⑦在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劳工组织曾经将其注意力

集中于当时被认定为可以和正规部门明确区分、

处于其外的“非正规部门”（ informal sector），但后

来，鉴于众多受雇于正规部门的非正规临时工的

事实，改用了更宽阔的“非正规经济”（informal
economy）这一概念，将在正规部门工作的非正规

人员（ILO，2002）也纳入其中。

三、中国的农民工

2006年之前，因为农民工一直没有被纳入国

家正规统计系统的指标，我们只能依赖2000年人

口普查所显示的该年在城镇就业人员数和国家

登记的在册正规单位就业职工人数之间的差数，

来计算未被登记的非正规农民工人数。这个方

法虽然没错，但因为没有更直接的经验材料，含

有一定的不确定性。2006年发表的《中国农民工

问题研究总报告》（以下简称“《总报告》”）初步填

补了这方面的空缺。那是在国务院总理的指示

下，由国务院研究室牵头、召集有关部门和研究

人员所做出的报告。但它只是在 31 个省（直辖

市、自治区）、7000个村庄的6.8万农户的、尚未充

分精确化的抽样问卷调查基础上形成的研究，其

中难免含有不甚精确的部分。⑧

之后，2008 年底，国家统计局终于正式建立

了农民工统计监测制度，于 2009 年和 2011 年发

表了关于农民工的调查监测报告。这些报告仍

然是根据 6.8 万户的抽样调查的研究，但在 2006
年到2009年间，抽样调查关于农民工方面已经相

当高度精确化——譬如，系统纳入了外出还是本

地、各行业、参保、教育背景、地区分配等数据。

当然，由于农民工依然未被树立为一个正式的统

计指标（而作为流动人口，也确实不容易统计），

数据不是按户或按人的直接调查或登记，而是凭

借抽样的推算，因此难免带有抽样调查所不可避

免的误差幅度，但是其精确度和可信度已经比此

前要高得多了。

表1列出迄今最可靠的农民工数据。可以看

到，2006 年报告的数据推测和估计多于系统估

算，而 2009年和 2011年的数据则明显比较精确，

依据的是更细致的抽样调查，然后按照系统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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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工、非全日工等属于劳务关系的人员。这些在

大城市也决不罕见的现象（例如餐馆服务员、社

区保安；即便是大学的清洁工也常常如此——见

［李干，2008］），在乡村的“乡镇企业”和“私营企

业”更加如此。至于未曾登记的小规模企业或只

有一二名员工的“个体户”，就更不用说了。

2005年以来，更有新型的“劳务派遣公司”现

象的快速扩增。他们主要为国有单位和大企业服

务，为他们组织廉价的“（劳务）派遣工”。如此的

“工人”在理论上和实际的聘用单位是处于“劳务

关系”范畴的，只和中介性的“劳务派遣公司”带有

“劳动关系”。但是后者其实只是一种话语游戏；

既然不是实际的“用人单位”，劳务人员根本就没

有可能从这种公司获得劳动法所规定的保护和福

利。近年来，通过劳务派遣公司被雇佣的农民工

人数已经达到起码一千万人。这是“人力资源与

社会保障局”（原来的劳动与社会保障局的新名

称）的官方估计；社会人士（如关注该问题的一些

人大代表）则更倾向使用2500万人的数据。（劳动

与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2010：263-266）
“劳务派遣”一词的兴起和使用很好地说明中

国目前混合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套话语的复杂

性和误导性。“劳务派遣”原先主要用于国家为驻

华外国人派遣家政服务人员的机构，被视为关系

到国家安全的工作。后来，在国企“抓大放小”的

改革下，国家劳动局和一些公司自己组织劳务派

遣机构来为下岗工人安排其他工作。也就是说，

“劳务派遣”组织原先主要是国家机构（劳动与社

会保障部研究所，2010：263-264）。但是，近几年

则从“劳务关系”的概念演化为今天的劳务派遣公

司——主要为国有单位和大企业组织非正规廉价

劳动力，诸如“清洁工”和“保安”类的临时工。

2012年年底，国家公布修改2008年的劳动合

同法，主要的修改在于关于劳务派遣的规定（《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国人民

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决定》，2012）。首先，修改

后的法律要求“严格控制劳务派遣的用工数量”

（第66条），看来在2013年7月1日施行之后，可能

会遏制其近年来非常快速的扩延。此外，修改法

规定劳务派遣工应当享有与用工单位中同类工作

者的“同工同酬”的权利（第 63条）。此项规定估

计会对近年来被通过劳务派遣渠道聘用的白领工

作人员起到一定的正面作用，但是对清洁工和保

安等一直都是以临时工为主的人员来说，可能不

会引起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总而言之，经过上列的历史演变，在国家劳

动法规保护的正规经济之外，形成了一个庞大的

基本处于劳动法规之外的非正规经济。下面我

们转入对非正规经济概念的进一步说明，然后论

证其在当今中国的具体规模和人数。

二、全球视野下的非正规经济

在世界上其它发展中国家，“非正规经济”早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便已伴随资本的国际化

而高速扩展。发达国家企业之所以进入发展中国

家，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寻求低于本国价格的劳动

力。而其资本一旦进入发展中国家，不仅意味着

企业本身将雇佣当地的劳动力，也导致与其关联

和为其服务的本地公司的兴起，更会触发一系列

的连锁效应，包括必要的基础设施、产品的运输

和销售以及员工的各种各样服务（例如交通工

具、餐饮、娱乐、清洁工、家政等）。除了新兴的现

代经济部门的正规职工之外，还有与其关联的处

于正规经济部门之外的众多员工和个体户，而他

们也需要各种各样的旧型或半旧型服务（例如工

匠、裁缝、小摊贩、廉价餐饮、维修等）。而当地农

村越是人多地少，剩余劳动力越多，其所能为现代

部门提供的非正规廉价劳动力也就越多。这些现

象先呈现于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但在中国脱

离计划经济之后，也非常快速地在中国扩增。

正如联合国的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简称 ILO）、世界银行的“社会

保护单位”（Social Protection Unit）以及诺贝尔和

平奖选拔委员会等机构所指出，规模庞大并不断

扩展的“非正规经济”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普遍

现象。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它在“亚洲”⑤

已经扩展到非农就业的65%（北非的48%、拉美的

51%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 78%）（ILO，

2002）。已有众多的研究一再指出发展中国家的

这个现象，其中包括世界银行的社会保护单位所

发表的多篇论文（例见 Blunch，Canagarajah and
Raju，2001；Canagarajah and Sethurman，2001，
Das，2003）。

国际劳工组织在 1919 年组建于国际联盟

下，并因提倡社会公正而于 1969 年获得诺贝尔

和平奖。它对“非正规经济”和其就业人员采用

了合理和实用性的定义⑥：即缺乏就业保障、福利

和法律保护的劳工。在中国，最恰当的例子当然

是人数庞大的“离土离乡”农民工，包括城镇中新

兴的较小规模的“私营企业”员工以及“个体户”，

更包括乡村的“离土不离乡”乡镇企业和私营企

业员工以及个体户。此外，则是乡村的农业就业

人员，他们和农民工密不可分，今天几乎全是“半

工半耕”的家庭，农业收入还要低于打工收入，并

且同样没有国家劳动法规保护和基本没有（或只

有低等）社会福利（下面还要详细讨论）。

非正规经济人员之中有许多以低报酬、无福

利的临时工或承包身份就业于正规部门。⑦在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劳工组织曾经将其注意力

集中于当时被认定为可以和正规部门明确区分、

处于其外的“非正规部门”（ informal sector），但后

来，鉴于众多受雇于正规部门的非正规临时工的

事实，改用了更宽阔的“非正规经济”（informal
economy）这一概念，将在正规部门工作的非正规

人员（ILO，2002）也纳入其中。

三、中国的农民工

2006年之前，因为农民工一直没有被纳入国

家正规统计系统的指标，我们只能依赖2000年人

口普查所显示的该年在城镇就业人员数和国家

登记的在册正规单位就业职工人数之间的差数，

来计算未被登记的非正规农民工人数。这个方

法虽然没错，但因为没有更直接的经验材料，含

有一定的不确定性。2006年发表的《中国农民工

问题研究总报告》（以下简称“《总报告》”）初步填

补了这方面的空缺。那是在国务院总理的指示

下，由国务院研究室牵头、召集有关部门和研究

人员所做出的报告。但它只是在 31 个省（直辖

市、自治区）、7000个村庄的6.8万农户的、尚未充

分精确化的抽样问卷调查基础上形成的研究，其

中难免含有不甚精确的部分。⑧

之后，2008 年底，国家统计局终于正式建立

了农民工统计监测制度，于 2009 年和 2011 年发

表了关于农民工的调查监测报告。这些报告仍

然是根据 6.8 万户的抽样调查的研究，但在 2006
年到2009年间，抽样调查关于农民工方面已经相

当高度精确化——譬如，系统纳入了外出还是本

地、各行业、参保、教育背景、地区分配等数据。

当然，由于农民工依然未被树立为一个正式的统

计指标（而作为流动人口，也确实不容易统计），

数据不是按户或按人的直接调查或登记，而是凭

借抽样的推算，因此难免带有抽样调查所不可避

免的误差幅度，但是其精确度和可信度已经比此

前要高得多了。

表1列出迄今最可靠的农民工数据。可以看

到，2006 年报告的数据推测和估计多于系统估

算，而 2009年和 2011年的数据则明显比较精确，

依据的是更细致的抽样调查，然后按照系统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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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我们可以看到，2011 年的离土离乡农

民工共 1.59亿人，占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员的绝大

部分。而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则有 0.94亿人，其

中绝大部分是乡村的“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就

业人员。外出和本地农民工两者加起来的总数是

2.53 亿（25278万）人。

根据 2006 年的《总报告》，农民工中有

30.3%（0.364 亿）在制造业部门工作，22.9%
（0.275亿）在建筑业工作。此外，约0.56亿就业于

“第三产业”，其中 10.4%（0.125 亿）从事“社会服

务”，如保姆、清洁工、清运垃圾人员、社区保安、

理发店员工、送货人员等；6.7%（0.08 亿）是住宿

餐饮业服务人员；4.6%（0.05亿）是批发与销售业

人员，如小商店、摊位人员和小贩等。

他们不具有正规城镇户口，在城镇显然是一

种二等公民。他们从事的是低报酬和没有福利

的工作。根据2006年的《总报告》，2004年他们每

月的平均工资只有 780 元，每日平均工作 11 小

时。也就是说，他们的工作时间比正规职工多将

近一半，而获得的报酬仅是后者的 60%。当时的

调查者推测他们中只有 12.5%具有工作合同、

10%有医疗保障、15%有退休福利（根据后来更精

确的数据，这些推测其实偏高——见表 1）。大多

数承包大企业的工作或在小规模的非正规企业

内工作，一般都归属于“劳务关系”，不会得到国

家劳动法规和工会的保护。因为不具备城市居

民身份，他们只能负担更高的医药费用和子女的

“择校”教育费用。在全国每年七十万工伤受害

者中，他们占了最大多数。这些基本事实也可见

于众多较小规模的研究。⑨

以上事实在一份国际调查中得到进一步证

实。这是一个由国外学者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

同组成的（1988年、1995年和 2002年三次调查中

的）第三次“中国家户收入调查”（Chinese House-
hold Income Project）。该项调查是以国家统计局

的抽样调查为基础，根据经过修改的范畴而抽样

进行的。⑩2002年的调查覆盖了120个县的9200
农户以及 70 个城市具有城市户口的 6835 户，同

时对“农村移民”（rural migrants）进行了次级样本

调查。该项调查发现，农民工的工作报酬比城市

居民平均要低50%。而这个数字尚未将两者之

间在工作时间、医疗保障和教育费用等方面的差

别考虑在内。（Gustafsson，Li and Sicular，2008：

12，29；Khan and Riskin，2008：76）
从表1我们可以看到，在参与社会保障方面，

2009年到 2011年间有一定的进步。农民工在养

老和医疗保险的参保比例方面有一定的提高，从

2009 年的 7.6% 和 12.2%提高到 13.9% 和 16.7%，

但仍然很低。工资方面也有一定的提高，但我们

欠缺可比价格的数据。虽然如此，可以确定的是

绝大比例依然违反国家劳动法律规定的每周最

多 44 小时工作，2009 年是 89.4% ，2010 年是

90.7%，2011年仍然高达84.5%。中国的农民工虽

然具有大部分其他国家的“非正规经济”人员所

不具备的平等的承包地权，但在其它方面（没有

国家劳动法律保护和没有或只有低等社会保障）

是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基本一致的。

四、城镇的正规与非正规就业人员

上列的农民工数据，结合 2011 年根据 2010

年的全国人口普查国家统计局对就业人员所做

的更精确的统计和对之前的就业数据的全面调

整，我们今天可以获得比较完整的关于农民工和

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的数据。由此，我们可以比

此前更有把握地论述农民工和中国非正规经济

的规模和演变过程。

表2根据最新调整的就业人员数据列出中国

历年的正规和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数（2000年及

以前的数据没有变动）。这里“正规经济”范畴纳

入了统计局惯用的正式登记的、具有法人身份的

国有单位、集体单位、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单位、

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商投资单

位以及外商投资单位。这些都是国家相对比较

严格要求执行国家正式劳动法规的在册单位（虽

然有一定比例并没有完全达到国家劳动法规所

定标准也没有达到正规职工所享有的福利水

准）。在正规单位之外的是规模较小的（虽然是

经过正规登记的）、不具有法定正规“用人单位”

调查年份

2006a

2009
2010
2011

总数

约2000
22978
24223
25278

外出农民工

12000a

14533
15335
15863

本地农民工

8000a

8445
8888
9415

工作时间

平均约11小时 / 天 a

89.4%多于44小时 / 周

90.7%多于44小时 / 周

84.5%多于44小时 / 周

养老

15%a

7.6%
/

13.9%

医疗

10%a

12.2%
/

16.7%

表1：2006年～2010年农民工人数、工作时间、参保率（单位：万人）

注：（a）2006年缺少精确数据。

资料来源：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起草组：《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载《改革》2006年第 5
期；国家统计局：《2011 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
t20120427_402801903.htm；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
gov.cn/tjfx/fxbg/t20100319_402628281.htm。

年份

1978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a

2010a

私营企业

/
/

57
485
1268
3458
6071

个体

15
450
614
1560
2136
2778
4467

未登记

/
/

2313
1704
8163

10928
11384

非正规

经济总数

15
450

2984
3749
11567
17164
21922

占城镇

就业人员比例

0.2%
3.5%
17.5%
19.7%
50.0%
60.5%
63.2%

正规

经济总数

9514
12358
14057
15291
11584
11225
12765

占城镇就

业人员比例

99.8%
96.5%
82.5%
80.3%
50.0%
39.5%
36.8%

表2：中国城镇历年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数（单位：万人）

注：（a）2001年之后的数据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把城镇就业人数往上作了调整。根据新旧数据并存

最后一年（2009年）数据的比较，该年城镇就业人员总数经调整之后增加了0.22亿人；同时，乡村就业人员

数减少了0.44亿人；城乡总就业人员数往下调整了0.22亿人。这些调整所反映的主要是比原先数据更快

速的城镇化，也反映了相当数量农村人员在城镇化过程中从农业就业变成非农就业以及没有就业人员的

演变。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201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表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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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我们可以看到，2011 年的离土离乡农

民工共 1.59亿人，占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员的绝大

部分。而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则有 0.94亿人，其

中绝大部分是乡村的“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就

业人员。外出和本地农民工两者加起来的总数是

2.53 亿（25278万）人。

根据 2006 年的《总报告》，农民工中有

30.3%（0.364 亿）在制造业部门工作，22.9%
（0.275亿）在建筑业工作。此外，约0.56亿就业于

“第三产业”，其中 10.4%（0.125 亿）从事“社会服

务”，如保姆、清洁工、清运垃圾人员、社区保安、

理发店员工、送货人员等；6.7%（0.08 亿）是住宿

餐饮业服务人员；4.6%（0.05亿）是批发与销售业

人员，如小商店、摊位人员和小贩等。

他们不具有正规城镇户口，在城镇显然是一

种二等公民。他们从事的是低报酬和没有福利

的工作。根据2006年的《总报告》，2004年他们每

月的平均工资只有 780 元，每日平均工作 11 小

时。也就是说，他们的工作时间比正规职工多将

近一半，而获得的报酬仅是后者的 60%。当时的

调查者推测他们中只有 12.5%具有工作合同、

10%有医疗保障、15%有退休福利（根据后来更精

确的数据，这些推测其实偏高——见表 1）。大多

数承包大企业的工作或在小规模的非正规企业

内工作，一般都归属于“劳务关系”，不会得到国

家劳动法规和工会的保护。因为不具备城市居

民身份，他们只能负担更高的医药费用和子女的

“择校”教育费用。在全国每年七十万工伤受害

者中，他们占了最大多数。这些基本事实也可见

于众多较小规模的研究。⑨

以上事实在一份国际调查中得到进一步证

实。这是一个由国外学者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

同组成的（1988年、1995年和 2002年三次调查中

的）第三次“中国家户收入调查”（Chinese House-
hold Income Project）。该项调查是以国家统计局

的抽样调查为基础，根据经过修改的范畴而抽样

进行的。⑩2002年的调查覆盖了120个县的9200
农户以及 70 个城市具有城市户口的 6835 户，同

时对“农村移民”（rural migrants）进行了次级样本

调查。该项调查发现，农民工的工作报酬比城市

居民平均要低50%。而这个数字尚未将两者之

间在工作时间、医疗保障和教育费用等方面的差

别考虑在内。（Gustafsson，Li and Sicular，2008：

12，29；Khan and Riskin，2008：76）
从表1我们可以看到，在参与社会保障方面，

2009年到 2011年间有一定的进步。农民工在养

老和医疗保险的参保比例方面有一定的提高，从

2009 年的 7.6% 和 12.2%提高到 13.9% 和 16.7%，

但仍然很低。工资方面也有一定的提高，但我们

欠缺可比价格的数据。虽然如此，可以确定的是

绝大比例依然违反国家劳动法律规定的每周最

多 44 小时工作，2009 年是 89.4% ，2010 年是

90.7%，2011年仍然高达84.5%。中国的农民工虽

然具有大部分其他国家的“非正规经济”人员所

不具备的平等的承包地权，但在其它方面（没有

国家劳动法律保护和没有或只有低等社会保障）

是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基本一致的。

四、城镇的正规与非正规就业人员

上列的农民工数据，结合 2011 年根据 2010

年的全国人口普查国家统计局对就业人员所做

的更精确的统计和对之前的就业数据的全面调

整，我们今天可以获得比较完整的关于农民工和

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的数据。由此，我们可以比

此前更有把握地论述农民工和中国非正规经济

的规模和演变过程。

表2根据最新调整的就业人员数据列出中国

历年的正规和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数（2000年及

以前的数据没有变动）。这里“正规经济”范畴纳

入了统计局惯用的正式登记的、具有法人身份的

国有单位、集体单位、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单位、

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商投资单

位以及外商投资单位。这些都是国家相对比较

严格要求执行国家正式劳动法规的在册单位（虽

然有一定比例并没有完全达到国家劳动法规所

定标准也没有达到正规职工所享有的福利水

准）。在正规单位之外的是规模较小的（虽然是

经过正规登记的）、不具有法定正规“用人单位”

调查年份

2006a

2009
2010
2011

总数

约2000
22978
24223
25278

外出农民工

12000a

14533
15335
15863

本地农民工

8000a

8445
8888
9415

工作时间

平均约11小时 / 天 a

89.4%多于44小时 / 周

90.7%多于44小时 / 周

84.5%多于44小时 / 周

养老

15%a

7.6%
/

13.9%

医疗

10%a

12.2%
/

16.7%

表1：2006年～2010年农民工人数、工作时间、参保率（单位：万人）

注：（a）2006年缺少精确数据。

资料来源：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起草组：《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载《改革》2006年第 5
期；国家统计局：《2011 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
t20120427_402801903.htm；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
gov.cn/tjfx/fxbg/t20100319_402628281.htm。

年份

1978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a

2010a

私营企业

/
/

57
485
1268
3458
6071

个体

15
450
614
1560
2136
2778
4467

未登记

/
/

2313
1704
8163

10928
11384

非正规

经济总数

15
450

2984
3749
11567
17164
21922

占城镇

就业人员比例

0.2%
3.5%
17.5%
19.7%
50.0%
60.5%
63.2%

正规

经济总数

9514
12358
14057
15291
11584
11225
12765

占城镇就

业人员比例

99.8%
96.5%
82.5%
80.3%
50.0%
39.5%
36.8%

表2：中国城镇历年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数（单位：万人）

注：（a）2001年之后的数据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把城镇就业人数往上作了调整。根据新旧数据并存

最后一年（2009年）数据的比较，该年城镇就业人员总数经调整之后增加了0.22亿人；同时，乡村就业人员

数减少了0.44亿人；城乡总就业人员数往下调整了0.22亿人。这些调整所反映的主要是比原先数据更快

速的城镇化，也反映了相当数量农村人员在城镇化过程中从农业就业变成非农就业以及没有就业人员的

演变。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201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表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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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的“私营企业”（区别于较大型的民营股份单

位和公司以及港澳台和外资单位）和个体（户），

以及数量庞大的未经登记人员。他们更适合我

们这里采用的非正规经济范畴。

所谓的“私营企业”，按照国家的定义，乃是

“由自然人投资或自然人控股”的单位。因此，它

们不具有“法人”身份，与具有如此身份的“有限

责任公司”或“股份合作单位”、或“港澳台商投资

单位”以及“外商投资单位”等较大的非国营企业

不同（国家统计局，2007：表5-7）。我们绝对不应

像在美国语境中（和有的美国研究中）那样把“私

营企业”（private enterprise）按照其英文的字面意

义理解为所有的非国有企业。事实上，这些“自

然人”所有的私营企业的就业人员在2006年只占

全国就业人员总数中的 14%，绝对不应被等同于

中国“资本主义”的全部或其最大部分（国家统计

局，2007：表5-2；Huang［黄宗智］，2013）。
私营企业多为小型企业。2006 年全国共有

0.05 亿（5 百万）家经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在城

镇登记的共雇用 0.395 亿人员（在“乡村”登记的

共 0.263 亿人员），每个企业平均雇用 13 个员工

（国家统计局，2007：表 5-13）。根据 2005 年对

这些企业的第六次（1993 年以来每两三年一次

的）比较系统的抽样（每一千个企业抽一）问卷调

查，其中只有 1.13%是规模大于 100 位员工的企

业。极大多数乃是小型的、平均拥有 13位员工

的企业，包括制造业部门（38.2%）、商店和餐饮部

门（24%）、以及“社会服务”（11.1%）和建筑业

（9.1%）部门。如上所述，如此的非正规员工大多

数没有福利、工作保障或国家劳动法律保护。

（“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2005）
至于 2010年在城镇登记的 4467万自雇个体

就业人员，他们大多是登记人本身和一两位亲朋

的个体经济（2006 年平均 2.2 人 / 个体户）。这

些“自雇”人员包括小商店、小摊子、旧的和新型

手工业工人及其学徒、小食品商人、各种修理店

铺等。这些人员快速扩展的部分原因是新兴现代

经济部门对这方面的服务的市场需求，部分是新

近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对这方面的需求。改革以来

的城镇个体工商户，包括旧式（类似1949年前）的

手工业者和小商业主的大规模复兴（人民公社化

之后几乎完全消失），正是出于这样的需求。

根据国家工商管理局的数据，个体工商户的

户均注册资本在 2002年是 16000元，2010年上升

到 39000元（《十年来我国个体、私营经济快速发

展》，2012）。显然，这些都是较小的生意。即便

与（小规模的）私营企业相比（其户均注册资本在

2007年是170万元），也相去较远。我们绝对不应

该像有的美国学者那样，把个体户等同于所谓的

“私人企业家”（private entrepreneurs）（详细讨论见

Huang［黄宗智］，2013）。如此的就业人员有相当

高比例经常从事类似于“劳务关系”的工作，当然

大多没有福利和工作保障。

从阶级分析角度来说，这些“个体户”符合马

克思主义生产关系视角关于“小资产阶级”所突出

的特点，即以自家劳动力使用自家所有的生产资

料（土地、工具、资本）的阶级（因此也可以称作“自

雇者”［self-employed］［Wright，1997：第 4章］），因

此既不同于资本家，也不同于无产阶级。同时，也

符合韦伯从市场关系视角所突出的“阶级情况”，

即销售自家（部分）产品的农户、手工业者或销售

小商品的小商业者，因此与那些靠占据稀缺资本

而具有垄断销售权力的资本家不同，也和在市场

上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工人阶级不同（Weber，
1978，Vol. 1：302-307）。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

韦伯同样把小资产阶级这样的个体生产经营单位

当作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外的第三阶级看待。

（详细讨论见黄宗智，2008；黄宗智，2010：第9章）

然后是11384万（2010年）未经登记的非正规

就业人员。在技能和工作稳定性方面，他们还要

低一个层次，许多是临时性的人员，诸如保姆、清

洁工、社区保安、餐馆服务员、运送人员、学徒

等。不用说，他们绝大部分同样没有福利和劳动

法律保护。

总体来说，以上三种主要城镇非正规经济就

业人员（私营企业人员、个体户和未登记人员）共

同构成一个低报酬、低稳定性、低或无福利、没有

国家劳动法律保护的城镇经济体。
由此可以看到，1985 年以来，中国的非正规

经济就业人员已经从占所有城镇就业人员的

3.5%爆炸性地扩展到2010年的63.2%。这部分是

由于（小）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就业人员数的膨胀，

2010年分别达到 6000万人和 4500万人。更主要

的则是未经注册人员的大幅度增加，从1985年的

零数达到 2010 年的 1.1 亿人，其中当然主要是农

民工。同时期，正规经济职工2010年的就业人员

总数（1.28 亿）则仅和 1985 年基本一样（1.24 亿）

（1985年～1995年十年中有所增加，但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国营企业改制，其工人大规模下岗，正规

职工基本返回到 1985年的绝对数），而其所占城

镇总就业人员的比例已经从1985年的96.5%下降

到2010年的36.8%。这是个非常急剧的变化。

五、乡村的就业人员

至于乡村就业人员，2010 年人口普查发现，

年份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原数

31836
37065
47708
49025
48934
49085
48960
48793
48724
48494
48090
47640
47270
46875

/

调整数

/
/
/
/
/

48674
48121
47506
46971
46258
45348
44368
43461
42506
41418

增减

/
/
/
/
/

-411
-839

-1287
-1753
-2236
-2742
-3272
-3809
-4369

/

乡镇企业

3000
6979
9265
12862
12820
13086
13288
13573
13866
14272
14680
15090
15451
15588
15893

私营企业

/
/

113
471

1139
1187
1411
1754
2024
2366
2632
2672
2780
3063
3347

个体

/
/

1491
3054
2934
2629
2474
2260
2066
2123
2147
2187
2167
2341
2540

农业

/
/

36839
32638
32041
31772
30948
29919
29015
27497
25889a

24419
23063
21514
19638

表3：1980年～ 2010年乡村就业人员数（单位：万人）

注：（a）根据2006年的全国农业普查，该年有2.12亿劳动力全年从事农业劳动6个月以上，0.91亿劳动

力从事农业劳动不足6个月（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9；表

2-1-15）。由此可见，后者之中有相当比例被归纳为乡镇企业、私营企业或个体为主业的就业人员。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2011》，表4-2；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2010》，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表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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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的“私营企业”（区别于较大型的民营股份单

位和公司以及港澳台和外资单位）和个体（户），

以及数量庞大的未经登记人员。他们更适合我

们这里采用的非正规经济范畴。

所谓的“私营企业”，按照国家的定义，乃是

“由自然人投资或自然人控股”的单位。因此，它

们不具有“法人”身份，与具有如此身份的“有限

责任公司”或“股份合作单位”、或“港澳台商投资

单位”以及“外商投资单位”等较大的非国营企业

不同（国家统计局，2007：表5-7）。我们绝对不应

像在美国语境中（和有的美国研究中）那样把“私

营企业”（private enterprise）按照其英文的字面意

义理解为所有的非国有企业。事实上，这些“自

然人”所有的私营企业的就业人员在2006年只占

全国就业人员总数中的 14%，绝对不应被等同于

中国“资本主义”的全部或其最大部分（国家统计

局，2007：表5-2；Huang［黄宗智］，2013）。
私营企业多为小型企业。2006 年全国共有

0.05 亿（5 百万）家经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在城

镇登记的共雇用 0.395 亿人员（在“乡村”登记的

共 0.263 亿人员），每个企业平均雇用 13 个员工

（国家统计局，2007：表 5-13）。根据 2005 年对

这些企业的第六次（1993 年以来每两三年一次

的）比较系统的抽样（每一千个企业抽一）问卷调

查，其中只有 1.13%是规模大于 100 位员工的企

业。极大多数乃是小型的、平均拥有 13位员工

的企业，包括制造业部门（38.2%）、商店和餐饮部

门（24%）、以及“社会服务”（11.1%）和建筑业

（9.1%）部门。如上所述，如此的非正规员工大多

数没有福利、工作保障或国家劳动法律保护。

（“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2005）
至于 2010年在城镇登记的 4467万自雇个体

就业人员，他们大多是登记人本身和一两位亲朋

的个体经济（2006 年平均 2.2 人 / 个体户）。这

些“自雇”人员包括小商店、小摊子、旧的和新型

手工业工人及其学徒、小食品商人、各种修理店

铺等。这些人员快速扩展的部分原因是新兴现代

经济部门对这方面的服务的市场需求，部分是新

近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对这方面的需求。改革以来

的城镇个体工商户，包括旧式（类似1949年前）的

手工业者和小商业主的大规模复兴（人民公社化

之后几乎完全消失），正是出于这样的需求。

根据国家工商管理局的数据，个体工商户的

户均注册资本在 2002年是 16000元，2010年上升

到 39000元（《十年来我国个体、私营经济快速发

展》，2012）。显然，这些都是较小的生意。即便

与（小规模的）私营企业相比（其户均注册资本在

2007年是170万元），也相去较远。我们绝对不应

该像有的美国学者那样，把个体户等同于所谓的

“私人企业家”（private entrepreneurs）（详细讨论见

Huang［黄宗智］，2013）。如此的就业人员有相当

高比例经常从事类似于“劳务关系”的工作，当然

大多没有福利和工作保障。

从阶级分析角度来说，这些“个体户”符合马

克思主义生产关系视角关于“小资产阶级”所突出

的特点，即以自家劳动力使用自家所有的生产资

料（土地、工具、资本）的阶级（因此也可以称作“自

雇者”［self-employed］［Wright，1997：第 4章］），因

此既不同于资本家，也不同于无产阶级。同时，也

符合韦伯从市场关系视角所突出的“阶级情况”，

即销售自家（部分）产品的农户、手工业者或销售

小商品的小商业者，因此与那些靠占据稀缺资本

而具有垄断销售权力的资本家不同，也和在市场

上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工人阶级不同（Weber，
1978，Vol. 1：302-307）。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

韦伯同样把小资产阶级这样的个体生产经营单位

当作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外的第三阶级看待。

（详细讨论见黄宗智，2008；黄宗智，2010：第9章）

然后是11384万（2010年）未经登记的非正规

就业人员。在技能和工作稳定性方面，他们还要

低一个层次，许多是临时性的人员，诸如保姆、清

洁工、社区保安、餐馆服务员、运送人员、学徒

等。不用说，他们绝大部分同样没有福利和劳动

法律保护。

总体来说，以上三种主要城镇非正规经济就

业人员（私营企业人员、个体户和未登记人员）共

同构成一个低报酬、低稳定性、低或无福利、没有

国家劳动法律保护的城镇经济体。
由此可以看到，1985 年以来，中国的非正规

经济就业人员已经从占所有城镇就业人员的

3.5%爆炸性地扩展到2010年的63.2%。这部分是

由于（小）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就业人员数的膨胀，

2010年分别达到 6000万人和 4500万人。更主要

的则是未经注册人员的大幅度增加，从1985年的

零数达到 2010 年的 1.1 亿人，其中当然主要是农

民工。同时期，正规经济职工2010年的就业人员

总数（1.28 亿）则仅和 1985 年基本一样（1.24 亿）

（1985年～1995年十年中有所增加，但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国营企业改制，其工人大规模下岗，正规

职工基本返回到 1985年的绝对数），而其所占城

镇总就业人员的比例已经从1985年的96.5%下降

到2010年的36.8%。这是个非常急剧的变化。

五、乡村的就业人员

至于乡村就业人员，2010 年人口普查发现，

年份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原数

31836
37065
47708
49025
48934
49085
48960
48793
48724
48494
48090
47640
47270
46875

/

调整数

/
/
/
/
/

48674
48121
47506
46971
46258
45348
44368
43461
42506
41418

增减

/
/
/
/
/

-411
-839

-1287
-1753
-2236
-2742
-3272
-3809
-4369

/

乡镇企业

3000
6979
9265
12862
12820
13086
13288
13573
13866
14272
14680
15090
15451
15588
15893

私营企业

/
/

113
471

1139
1187
1411
1754
2024
2366
2632
2672
2780
3063
3347

个体

/
/

1491
3054
2934
2629
2474
2260
2066
2123
2147
2187
2167
2341
2540

农业

/
/

36839
32638
32041
31772
30948
29919
29015
27497
25889a

24419
23063
21514
19638

表3：1980年～ 2010年乡村就业人员数（单位：万人）

注：（a）根据2006年的全国农业普查，该年有2.12亿劳动力全年从事农业劳动6个月以上，0.91亿劳动

力从事农业劳动不足6个月（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9；表

2-1-15）。由此可见，后者之中有相当比例被归纳为乡镇企业、私营企业或个体为主业的就业人员。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2011》，表4-2；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2010》，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表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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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根据抽样调查估计的数据有比较严重的误

差。国家统计局根据更可靠的 2010 年普查对乡

村就业人员数据作出了相当幅度的调整，下调了

4369万人，如表3所示。

此前，根据全国 6.8万农户的抽样调查，国家

统计局低估了 2001年～2010年全国城镇化的幅

度，所以要以每年平均 485万之数对这些年份的

乡村就业人数进行调整。农民的更快速城镇化意

味着农业就业人数以相同幅度比较快速递减。同

时，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在这十年间平均每年增加

281万就业人员，2010年达到1.59亿人员，乡村私

营企业也比较快速扩增，平均每年增加 216万就

业人员，2010年达到3347万就业人员。毋庸赘

言，农村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人员大多同样处于

国家劳动法规保护和社会保障制度之外。

至于农村个体就业人员，他们在 1995 年～

2000年间达到3000万左右人员的顶峰之后，下降

到 2004年的 2066万人，之后再次攀升，2010年达

到2540万人。和城镇个体户一样，我们当然可以

把他们理解为一种“自雇”的“小资产阶级”。但

是，应该指出，许多农村的个体户其实经常处于

一种类似于“劳务关系”的工作关系之中（例如工

匠、裁缝、修理铺、理发师、运输者）。小摊小贩也

一样。

这样，在四亿多（4.14亿）的农村就业人员中，

今天已有不止一半（2.17亿，其中1.59亿乡镇企业

人员、0.33亿私营企业人员、0.25亿个体人员）从

事非农就业，其中大多数处于“劳务关系”中，同样

不会受到国家劳动法保护。无论从国家劳动法规

还是收入水平来考虑，他们也可以被纳入非正规

经济范畴，不可简单地用传统的务农“农民”一词

来理解。

至于以农业为主业的就业人员，在这十年间

平均每年减少1213万人，多于国家统计局过去的

估算。也就是说，从每年 1 个百分点提高到 2 个

百分点。第 1 个百分点可以根据彭玉生和我在

2007 年文章里分析的三大因素（生育率下降、城

镇非农就业扩增、农业结构转化）来理解（黄宗

智、彭玉生，2007），第2个百分点则一半来自比我

们预测要更快速的城镇化，另一半来自我们没有

充分考虑到的乡村非农就业（即乡镇企业以及私

营企业和个体户就业）的扩增。结果是2010年的

（以农业为主业的）农业就业人员已经下降到不

足2亿人，仅为1.97亿人。而且，即便是以农业为

主的人员，根据国家2006年的全国农业普查的定

义，也不过是每年从事农业6个月以上的人员（国

务院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统计局，2008）。
在我看来，中国的农业就业人员也应该纳入

“非正规经济”范畴。在总数 2.53 亿的外出和本

地农民工的现实下，当前绝大多数的农村家庭都

有人在打工。他们几乎全是“半工半耕”的家庭，

也可以说是“半无产化”了的家庭。他们和农民

工是同一家庭的不同就业人员，密不可分。

改革之前，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划分工人和

农民，前者属于城镇和工业部门，后者属于农村

和农业部门。但是今天我们已经不能如此划分，

因为大多数的城镇工人已经不再是来自城镇的

人员，而是来自农村的农民户籍人员。我们也不

再能够简单区别工人和农民，不仅因为大部分的

工人属于“农民”户籍，也因为大部分“农民”已经

变成“非农”就业人员。中国社会今天的主要差

别已经不再简单是工业和农业、非农就业和农

业，甚至也不简单是城镇和农村间的差别，而是

城镇具有法定身份和福利—待遇的正规经济人

员与不具有如此身份和福利—待遇的城镇与农

村非正规经济人员间的差别。

当然，“非正规经济”这个概念也不完全理

想，因为 ILO等使用此词的出发点也是传统的工

人和农民概念，没有考虑到中国这样的工—农特

别紧密缠结不分的情况。这是它的局限。我们

使用“非正规经济”概念的时候，需要说明这方面

的“中国特色”，明确把“半工半农”的中国农民也

纳入其中。如果我们像国际劳工组织那样，把非

正规经济限定为城市经济的现象，便会过分隔离

中国的城镇与农村，过分隔离农民工与农民，不

符合中国实际情况。

我们固然可以特别突出务农人员之不同于其

他非正规经济人员，而继续用“农民”、“小农”、“农

业就业人员”，或“第一产业就业人员”等范畴来概

括这个群体。我们也可以用以上提到的“小资产

阶级”范畴（黄宗智，2008）。那样的话，我们实际

上是在使用一个三元的分析框架——（城镇）正

规、非正规、以及务农人员。但是，那样的话，我们

继续掩盖了 1.53 亿户籍农民在城镇就业，以及

2.17亿农民在农村从事非农就业这两大事实。它

们是改革以来最庞大的社会经济变迁，也是工人

和农民之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群体的主要原因。

在我看来，目前更简洁的办法是把“乡村”的

就业人员也纳入非正规经济之内（当然，要加以

明确地解释）。这样，更可以突出中国的现实和

特征。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绝大多数从

农村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不会真正完全脱离农

村和完全城镇化，部分原因是中国的户籍制度和

承包地权制度。他们不容易在城市买房长期居

留；同时，在农村的承包地权也是促使他们返回

农村的一个因素。另一原因是中国家庭长期以

来顽强地持续为一个基本的经济单位——之前

是农村的农业 + 手工业的家庭，今天是跨越农村

和城镇界线的农业 + 打工家庭。改革期间的快

速工业发展，并不像西方发达国家经验那样简单

依据个体化的城镇工人，而主要是依据既是农村

也是城镇的半工半农家庭。（详细讨论见 Huang
［黄宗智］，2011；黄宗智，2011，2012）。

在人们惯常用的阶级概念中，其实还是中国

革命原来的“工—农”或“劳动人民”概念比较合

适。当时，中国处于工业化初期，工人多是来自

农村的第一代工人，因此显然与农民密不可分。

今天，在改革后期，情况其实同样。传统意义的 、

可以清楚划分的“工人”和“农民”概念是不合适

的。今天，在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可以清楚划分的

城镇工人和农村农民其实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复

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半工半农、亦工亦农的农村

家庭。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到，在今天的蓝领工

人中，具有特权身份的已经为数甚少，并且不一

定能够长期保留那样的身份地位，我们更应该使

表4：1980年～2010年全国正规与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数和比例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2011》，表4-2。

年份

1978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总就业

人员数

40152
64749
68065
72085
74647
76105

正规经济 + 集

体就业人员数

40152
14057
15291
11584
11225
12765

正规经济和集体经济

就业人员数占总就业

人员数比例

100%
21.7%
22.5%
16.1%
15.0%
16.8%

城镇非正规经

济就业人员

/
2984
3749
11567
17164
21922

乡村非正规 经

济就业人员数

/
47708
49025
48934
46258
41418

非正规经济就业

人员数占总就业

人员数比例

/
78.3%
77.5%
83.9%
85.0%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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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根据抽样调查估计的数据有比较严重的误

差。国家统计局根据更可靠的 2010 年普查对乡

村就业人员数据作出了相当幅度的调整，下调了

4369万人，如表3所示。

此前，根据全国 6.8万农户的抽样调查，国家

统计局低估了 2001年～2010年全国城镇化的幅

度，所以要以每年平均 485万之数对这些年份的

乡村就业人数进行调整。农民的更快速城镇化意

味着农业就业人数以相同幅度比较快速递减。同

时，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在这十年间平均每年增加

281万就业人员，2010年达到1.59亿人员，乡村私

营企业也比较快速扩增，平均每年增加 216万就

业人员，2010年达到3347万就业人员。毋庸赘

言，农村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人员大多同样处于

国家劳动法规保护和社会保障制度之外。

至于农村个体就业人员，他们在 1995 年～

2000年间达到3000万左右人员的顶峰之后，下降

到 2004年的 2066万人，之后再次攀升，2010年达

到2540万人。和城镇个体户一样，我们当然可以

把他们理解为一种“自雇”的“小资产阶级”。但

是，应该指出，许多农村的个体户其实经常处于

一种类似于“劳务关系”的工作关系之中（例如工

匠、裁缝、修理铺、理发师、运输者）。小摊小贩也

一样。

这样，在四亿多（4.14亿）的农村就业人员中，

今天已有不止一半（2.17亿，其中1.59亿乡镇企业

人员、0.33亿私营企业人员、0.25亿个体人员）从

事非农就业，其中大多数处于“劳务关系”中，同样

不会受到国家劳动法保护。无论从国家劳动法规

还是收入水平来考虑，他们也可以被纳入非正规

经济范畴，不可简单地用传统的务农“农民”一词

来理解。

至于以农业为主业的就业人员，在这十年间

平均每年减少1213万人，多于国家统计局过去的

估算。也就是说，从每年 1 个百分点提高到 2 个

百分点。第 1 个百分点可以根据彭玉生和我在

2007 年文章里分析的三大因素（生育率下降、城

镇非农就业扩增、农业结构转化）来理解（黄宗

智、彭玉生，2007），第2个百分点则一半来自比我

们预测要更快速的城镇化，另一半来自我们没有

充分考虑到的乡村非农就业（即乡镇企业以及私

营企业和个体户就业）的扩增。结果是2010年的

（以农业为主业的）农业就业人员已经下降到不

足2亿人，仅为1.97亿人。而且，即便是以农业为

主的人员，根据国家2006年的全国农业普查的定

义，也不过是每年从事农业6个月以上的人员（国

务院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统计局，2008）。
在我看来，中国的农业就业人员也应该纳入

“非正规经济”范畴。在总数 2.53 亿的外出和本

地农民工的现实下，当前绝大多数的农村家庭都

有人在打工。他们几乎全是“半工半耕”的家庭，

也可以说是“半无产化”了的家庭。他们和农民

工是同一家庭的不同就业人员，密不可分。

改革之前，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划分工人和

农民，前者属于城镇和工业部门，后者属于农村

和农业部门。但是今天我们已经不能如此划分，

因为大多数的城镇工人已经不再是来自城镇的

人员，而是来自农村的农民户籍人员。我们也不

再能够简单区别工人和农民，不仅因为大部分的

工人属于“农民”户籍，也因为大部分“农民”已经

变成“非农”就业人员。中国社会今天的主要差

别已经不再简单是工业和农业、非农就业和农

业，甚至也不简单是城镇和农村间的差别，而是

城镇具有法定身份和福利—待遇的正规经济人

员与不具有如此身份和福利—待遇的城镇与农

村非正规经济人员间的差别。

当然，“非正规经济”这个概念也不完全理

想，因为 ILO等使用此词的出发点也是传统的工

人和农民概念，没有考虑到中国这样的工—农特

别紧密缠结不分的情况。这是它的局限。我们

使用“非正规经济”概念的时候，需要说明这方面

的“中国特色”，明确把“半工半农”的中国农民也

纳入其中。如果我们像国际劳工组织那样，把非

正规经济限定为城市经济的现象，便会过分隔离

中国的城镇与农村，过分隔离农民工与农民，不

符合中国实际情况。

我们固然可以特别突出务农人员之不同于其

他非正规经济人员，而继续用“农民”、“小农”、“农

业就业人员”，或“第一产业就业人员”等范畴来概

括这个群体。我们也可以用以上提到的“小资产

阶级”范畴（黄宗智，2008）。那样的话，我们实际

上是在使用一个三元的分析框架——（城镇）正

规、非正规、以及务农人员。但是，那样的话，我们

继续掩盖了 1.53 亿户籍农民在城镇就业，以及

2.17亿农民在农村从事非农就业这两大事实。它

们是改革以来最庞大的社会经济变迁，也是工人

和农民之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群体的主要原因。

在我看来，目前更简洁的办法是把“乡村”的

就业人员也纳入非正规经济之内（当然，要加以

明确地解释）。这样，更可以突出中国的现实和

特征。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绝大多数从

农村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不会真正完全脱离农

村和完全城镇化，部分原因是中国的户籍制度和

承包地权制度。他们不容易在城市买房长期居

留；同时，在农村的承包地权也是促使他们返回

农村的一个因素。另一原因是中国家庭长期以

来顽强地持续为一个基本的经济单位——之前

是农村的农业 + 手工业的家庭，今天是跨越农村

和城镇界线的农业 + 打工家庭。改革期间的快

速工业发展，并不像西方发达国家经验那样简单

依据个体化的城镇工人，而主要是依据既是农村

也是城镇的半工半农家庭。（详细讨论见 Huang
［黄宗智］，2011；黄宗智，2011，2012）。

在人们惯常用的阶级概念中，其实还是中国

革命原来的“工—农”或“劳动人民”概念比较合

适。当时，中国处于工业化初期，工人多是来自

农村的第一代工人，因此显然与农民密不可分。

今天，在改革后期，情况其实同样。传统意义的 、

可以清楚划分的“工人”和“农民”概念是不合适

的。今天，在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可以清楚划分的

城镇工人和农村农民其实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复

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半工半农、亦工亦农的农村

家庭。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到，在今天的蓝领工

人中，具有特权身份的已经为数甚少，并且不一

定能够长期保留那样的身份地位，我们更应该使

表4：1980年～2010年全国正规与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数和比例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2011》，表4-2。

年份

1978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总就业

人员数

40152
64749
68065
72085
74647
76105

正规经济 + 集

体就业人员数

40152
14057
15291
11584
11225
12765

正规经济和集体经济

就业人员数占总就业

人员数比例

100%
21.7%
22.5%
16.1%
15.0%
16.8%

城镇非正规经

济就业人员

/
2984
3749
11567
17164
21922

乡村非正规 经

济就业人员数

/
47708
49025
48934
46258
41418

非正规经济就业

人员数占总就业

人员数比例

/
78.3%
77.5%
83.9%
85.0%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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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原来的“劳动人民”范畴。其中的关键概念在

于中国工业“工人”必需连同农民来理解，而今天

的农业农民也同样必需连同非农业农民工人来

理解。今天中国社会的主要差别，除了顶层的国

家官员和企业家之外，其实在于占据总就业人员

较少数的“白领”、“中产阶级”和大多数的真正的

“劳动人民”间的差别。

表4按照以上的正规与非正规的定义来划分

中国历年的就业人员。可以看出，在大规模市场

化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保障制度全面解体的大潮

流下，中国的社会经济体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从一

个基本全是正规 + 集体经济的体系极其快速地

成为一个大部分是非正规、非集体的体系。2005
年，全国就业人员中的 85.0%基本没有社会保障

和劳动法规保护。到2010年，伴随最近几年正规

大“企业”（包括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扩充以

及把部分非正规经济正规化的一些措施，正规经

济所占比例稍有增加，非正规经济略有减少。同

时，伴随福利制度的初步重建，非正规经济部门

的福利情况稍有改善，但是和正规职工的保障差

别仍然非常鲜明，和集体经济时代的农村医疗保

障制度也有一定的差距（今天的医疗服务对农民

来说要相对昂贵得多，虽然比之前现代化）。对

农民工来说，农村的低等合作医疗保险所起作用

比较有限，达不到城镇居民的水平，并且，和子女

义务教育权利同样，基本只在户籍所在地才起作

用，在打工所在地并不起作用。当然，非正规身

份意味不被纳入国家法定的“劳动关系”范畴下，

不受到劳动法律的保护。制度整体显然是个区

分两个不同等级的经济和社会。该年，非正规经

济人员占到总就业人员数的83.2%。

上述非正规经济的图像也可以从历史的角

度来理解。它有以下的主要来源和组成部分：第

一部分是 20世纪 80年代乡村工业化和乡镇企业

的兴起，其人员绝大多数是非正规的；第二部分

是80年代后期开始的农民工大规模入城就业，也

基本都是非正规的；第三部分是80年代农村集体

医疗保障制度的全面解体，以及农村非农就业

（非正规私营企业和个体户）从 90年代开始的快

速兴起；第四部分是90年代中期以后国有和集体

企业职工的大规模下岗以及在非正规经济中重

新就业。以上各个组成部分中最关键和人数最

多的是小规模的农业 + 打工家庭。今天，非正规

经济及其半工半农人员（劳动人民）已经极其快

速地成为全国绝大多数的就业人员，占到总就业

人员中的 83.2%，正规经济就业人员则只占到

16.8%。

六、中国的正规经济

我们最后要检视今天的法定正规经济的组

成。上面已经看到，2010年城镇正规工人总数只

是全国 76105 万就业人员总数中的 12765 万人，

即 16.8%。如表 5 所示，其中有不止一半（6516
万）是“国有单位”的职工，包括 2200多万的党政

机关职工、将近 2200万的“事业单位”职工、以及

2000万的国有企业职工。显然，这些职工中的大

多数其实是“白领”的职员，只有少数是“蓝领”的

工人。他们的共同点是享有国家劳动法律的保

护、较高的工资和较优厚的福利。

此外，则是表中所列的具有正规“法人身份”

的非国有单位的职工，最主要的是较大规模的民

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共约

3600 万职工，以及外资和港澳台投资的单位，共

约1800万职工。上面已经说明，即便是如此的正

规单位职工，也并不一定完全具有国家劳动法规

定的社会保障福利（因为企业可能与地方政府串

通违反或无视国家劳动法的规定），但总体来说，

较高比例是具有正规法律保护和福利的。

这些就是今天中国正规经济的主要组成部

分，也是占据今天所谓的“中产阶级”的大多数的

群体。他们多是城市的有房、有车者，其消费上

的要求和习惯已经越来越趋同国际大城市的中

产阶级，和农民以及农民工差距悬殊。

无可怀疑的是，今天的劳动法规已经把原来

革命传统中“劳动人民”或“工农阶级”的大多数

排除在其外，实质上已经成为一种强烈倾向维护

特权身份和收入阶层的既得利益的法规，和革命

传统中的劳动立法十分不同。

七、结论

我们惯常用的“工人”和“农民”两个范畴其

实对中国当前的社会实际都带有比较严重的误

导性。他们其实更多地源自西方而不是中国社

会的历史演变。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还

是与其对立的新自由主义历史观，都以为从农业

进入工业社会将会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过程：即大

多数的以家庭为主要生产单位的农村农民将转

化为个体化的城市工业工人和其他职工。一般

头一代的农民进入城市，便不会再返回农村，而

会完完全全地成为城镇人，成为工人。但中国的

近现代历史其实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过程。今天

的中国的劳动人民其实不是可以清楚区分的工

人和农民，而是两者紧密缠结不可分的“半工半

农”家庭的成员。这个现象具有长时段的历史渊

源（更详细的讨论见黄宗智，2012）。
传统的“工人”和“农民”两个阶级范畴其实

掩盖了改革期间的最庞大、关键的社会经济变

迁。今天，大多数的“工人”不是城镇居民而是农

村户籍人员，部分家庭仍然在农村，而大多数的

“农民”不简单地是务农人员而是非农就业人员，

部分家庭人员同时在城镇和农村打工或从事非农

就业。这些“半工半农”的家庭其实是中国最庞

表5：2010年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的中国城镇就业人员（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2011》，表 4-2；国家统计局（编）：《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01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版，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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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原来的“劳动人民”范畴。其中的关键概念在

于中国工业“工人”必需连同农民来理解，而今天

的农业农民也同样必需连同非农业农民工人来

理解。今天中国社会的主要差别，除了顶层的国

家官员和企业家之外，其实在于占据总就业人员

较少数的“白领”、“中产阶级”和大多数的真正的

“劳动人民”间的差别。

表4按照以上的正规与非正规的定义来划分

中国历年的就业人员。可以看出，在大规模市场

化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保障制度全面解体的大潮

流下，中国的社会经济体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从一

个基本全是正规 + 集体经济的体系极其快速地

成为一个大部分是非正规、非集体的体系。2005
年，全国就业人员中的 85.0%基本没有社会保障

和劳动法规保护。到2010年，伴随最近几年正规

大“企业”（包括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扩充以

及把部分非正规经济正规化的一些措施，正规经

济所占比例稍有增加，非正规经济略有减少。同

时，伴随福利制度的初步重建，非正规经济部门

的福利情况稍有改善，但是和正规职工的保障差

别仍然非常鲜明，和集体经济时代的农村医疗保

障制度也有一定的差距（今天的医疗服务对农民

来说要相对昂贵得多，虽然比之前现代化）。对

农民工来说，农村的低等合作医疗保险所起作用

比较有限，达不到城镇居民的水平，并且，和子女

义务教育权利同样，基本只在户籍所在地才起作

用，在打工所在地并不起作用。当然，非正规身

份意味不被纳入国家法定的“劳动关系”范畴下，

不受到劳动法律的保护。制度整体显然是个区

分两个不同等级的经济和社会。该年，非正规经

济人员占到总就业人员数的83.2%。

上述非正规经济的图像也可以从历史的角

度来理解。它有以下的主要来源和组成部分：第

一部分是 20世纪 80年代乡村工业化和乡镇企业

的兴起，其人员绝大多数是非正规的；第二部分

是80年代后期开始的农民工大规模入城就业，也

基本都是非正规的；第三部分是80年代农村集体

医疗保障制度的全面解体，以及农村非农就业

（非正规私营企业和个体户）从 90年代开始的快

速兴起；第四部分是90年代中期以后国有和集体

企业职工的大规模下岗以及在非正规经济中重

新就业。以上各个组成部分中最关键和人数最

多的是小规模的农业 + 打工家庭。今天，非正规

经济及其半工半农人员（劳动人民）已经极其快

速地成为全国绝大多数的就业人员，占到总就业

人员中的 83.2%，正规经济就业人员则只占到

16.8%。

六、中国的正规经济

我们最后要检视今天的法定正规经济的组

成。上面已经看到，2010年城镇正规工人总数只

是全国 76105 万就业人员总数中的 12765 万人，

即 16.8%。如表 5 所示，其中有不止一半（6516
万）是“国有单位”的职工，包括 2200多万的党政

机关职工、将近 2200万的“事业单位”职工、以及

2000万的国有企业职工。显然，这些职工中的大

多数其实是“白领”的职员，只有少数是“蓝领”的

工人。他们的共同点是享有国家劳动法律的保

护、较高的工资和较优厚的福利。

此外，则是表中所列的具有正规“法人身份”

的非国有单位的职工，最主要的是较大规模的民

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共约

3600 万职工，以及外资和港澳台投资的单位，共

约1800万职工。上面已经说明，即便是如此的正

规单位职工，也并不一定完全具有国家劳动法规

定的社会保障福利（因为企业可能与地方政府串

通违反或无视国家劳动法的规定），但总体来说，

较高比例是具有正规法律保护和福利的。

这些就是今天中国正规经济的主要组成部

分，也是占据今天所谓的“中产阶级”的大多数的

群体。他们多是城市的有房、有车者，其消费上

的要求和习惯已经越来越趋同国际大城市的中

产阶级，和农民以及农民工差距悬殊。

无可怀疑的是，今天的劳动法规已经把原来

革命传统中“劳动人民”或“工农阶级”的大多数

排除在其外，实质上已经成为一种强烈倾向维护

特权身份和收入阶层的既得利益的法规，和革命

传统中的劳动立法十分不同。

七、结论

我们惯常用的“工人”和“农民”两个范畴其

实对中国当前的社会实际都带有比较严重的误

导性。他们其实更多地源自西方而不是中国社

会的历史演变。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还

是与其对立的新自由主义历史观，都以为从农业

进入工业社会将会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过程：即大

多数的以家庭为主要生产单位的农村农民将转

化为个体化的城市工业工人和其他职工。一般

头一代的农民进入城市，便不会再返回农村，而

会完完全全地成为城镇人，成为工人。但中国的

近现代历史其实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过程。今天

的中国的劳动人民其实不是可以清楚区分的工

人和农民，而是两者紧密缠结不可分的“半工半

农”家庭的成员。这个现象具有长时段的历史渊

源（更详细的讨论见黄宗智，2012）。
传统的“工人”和“农民”两个阶级范畴其实

掩盖了改革期间的最庞大、关键的社会经济变

迁。今天，大多数的“工人”不是城镇居民而是农

村户籍人员，部分家庭仍然在农村，而大多数的

“农民”不简单地是务农人员而是非农就业人员，

部分家庭人员同时在城镇和农村打工或从事非农

就业。这些“半工半农”的家庭其实是中国最庞

表5：2010年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的中国城镇就业人员（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2011》，表 4-2；国家统计局（编）：《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01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版，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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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最基本的经济单位。他们结合农业和工业、农

民和工人，组成一个密不可分的大群体。对这个

群体的表述，可能最贴切的还是原来的中国革命

的“工农”（广大）“劳动人民”，而不是我们常用的、

能够清楚划分的传统“工人”和“农民”范畴。

但是，不符实际的传统意义的“工人”和“农

民”对我们关于中国社会和经济史的思考影响深

远，也对我们的劳动立法历史影响深远，更对我

们思考中国的社会不公问题的根源影响深远。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视角促使我们的左派学者们

聚焦于正规的产业工人“无产阶级”的研究。他

们的用意是为广大劳动人民说话，但是实际上，

他们所研究的只是广大劳动人民中的较少数

——即全职、正规的产业工人，实际上局限于劳

动人民中的不到10%（更详细的讨论见Huang［黄

宗智］，2013）。
同时，国家对源自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和

“劳动法”概念范畴的使用，同样促使我们忽视位

于正规法律之外的绝大多数的真正劳动人民。劳

动法今天其实只被适用于具有特殊身份的正规职

工，同样只是劳动人民中的少数，约六分之一。

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拐点”理论同

样促使我们简单聚焦于正规经济，并想象全国的

劳动人民已经、或行将被整合为一个同等待遇的

单一劳动市场，完全无视规模极其庞大、占到劳

动人民绝大多数的非正规经济。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美国的“橄榄型”社会模

式理论的影响。它促使大家想像一个中间大、两

头小的社会结构，以为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达

到、或快速地趋向这样一个模式在发展。他们同

样忽视了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把约六分之一的

“中产”职工等同于大多数就业人员。

本文论证的是今天中国，除了顶层的国家官

员和大企业家之外，主要由两个差别悬殊的阶层

组成：一方面是新兴的占到人口约六分之一的

“中产阶级”。他们在生活习惯、消费要求和价值

观上，已经越来越和国际大城市的“中产阶级”趋

同。另一方面则几乎是另一个世界，是处于国家

劳动法规和社会保障制度保护之外的非正规人

员——主要由九亿农村户籍的“半工半农”家庭

所组成的广大劳动人民。他们既非传统意义的

“工人”，也不简单是传统意义的“农民”，而是亦

工亦农的农村户籍人民。他们才是中国的真正

劳动人民，亟需我们去重新认识。

参考文献：

蔡昉，2007，《中国经济面临的转折及其对发展和改革

的挑战》，载《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第4～12页。

“城镇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状况调查”课题组，1997，

《困境与出路——关于我国城镇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

状况调查》，载《社会学研究》第6期，第24～34页。

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2009，《第八次全国私营企

业抽样调查数据综合分报告》，载《中国工商时报》3 月

26 日，转引自网易网，http：//money.163.com/09/0326/09/
55AQSU10002524SD.html。
方云梅、鲁玉祥，2008，《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载《中

国统计》第 3期，第25～27页。

高学强，2010，《新民主主义政权劳动保护立法的历史

考察》，载《历史研究》第 1期，第 109～110页。

《十年来我国个体、私营经济快速发展》，2012，新华社，

转 引 自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门 户 网 站 ，www.gov.cn/jrzg/
2012-10/03/content_2237467.htm。

国家劳动总局政策研究室（编），1980，《中国劳动立法

资料汇编》，北京：工人出版社。

黄宗智，2012，《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基本经济单位——

家庭还是个人？》，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第 1 期（创

刊号），第 76～93页。

黄宗智，2011，《中国的现代家庭：来自经济史和法律史

的视角》，载《开放时代》第5期，第82 ~ 105页。

黄宗智，2010，《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北京：法律出版

社。

黄宗智，2009，《中国被忽视的非正规经济：现实与理

论》，载《开放时代》第2期，第52～73页。

黄宗智，2008，《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悖论的

社会形态》，载《中国乡村研究》第 6 辑，福州：福建教育

出版社，第1～14页。

黄宗智、彭玉生，2007，《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与中国

小规模农业的前景》，载《中国社会科学》第 4 期，第

74～88页。

简新华、黄锟，2007，《中国农民工最新情况调查报告》，

载《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17卷第6期，第1～6页。

劳 动 和 社 会 保 障 部 劳 动 科 学 研 究 所（编），2010，

《2008—2009 年中国就业报告—金融危机下的就业之

策》，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劳动纠纷起诉书——劳动纠纷案例一》，2010，中顾行

政诉讼网，http：//news.9ask.cn/xzss/bjtt/201005/564760.
html。

《劳动争议纠纷案件现状及情况分析》，2012，华律网，

http：//www.66law.cn/laws/45557.aspx。
《劳务关系不是劳动关系 诉讼难得仲裁支持》，2012，中

国劳动资讯网，http：//www.51labour.com/newcase/show-
article.asp?artid=1760。

“劳务派遣”，2013，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
view/15253.htm。

李干，2008，《新〈劳动法〉实施后高校后勤劳动用工的

管理》，载《企业家天地（理论版）》第12期，第9～10页。

李强、唐庄，2002，《城市农民公与城市中的非正规就

业》，载《社会学研究》第6期，第13～25页。

陆学艺，2003，《当代中国的社会阶层分化与流动》，载

《江苏社会科学》第 4期，第1～ 9页。

陆学艺（编），2002，《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媒体公告解除劳动关系引出的诉讼》，2007，中国劳动

资 询 网 ，http：//www.51labour.com/newcase/showArticle.
asp?artid=1115。

倪豪梅，2012，《论延安时期党的工会工作方针》，载《湖

湘论坛》第2期，第68～72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国人民共

和国劳动合同法〉的决定》，2012，12月28日公布。

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统计局（编），2008 ，《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

资料综合提要》，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统计局（编），2009，《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

资料汇编（农业卷）》，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规

划财务司（编），2007，《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007》，北

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规划财务司（编），2012，《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011》，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2005，《2005 年中国私营

企业调查报告》，载《中华工商时报》2月3日。

国家统计局（编），2007，《中国统计年鉴 2007》，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编），2010，《中国统计年鉴 2010》，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编），2011，《中国统计年鉴 2011》，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1995，7月5日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07，6月29日公布。

国家统计局，2012，《2011 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

告》，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
t20120427_402801903.htm。

国家统计局，2010，《2009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国

家 统 计 局 网 站 ，www.stats.gov.cn/tjfx/fxbg/t20100319_
402628281.htm。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1933，载国家劳动总局政

策研究室（编）：《中国劳动立法资料汇编》，北京：工人

出版社1980年版，第366～392页。

Blunch，Niels-Hugo，Sudharshan Canagarajah and Dy-
ushyanth Raju，2001，“The Informal Sector Revisited：A
Synthesis across Space and Time，”Social Protection Dis-

cussion Paper Series，No. 0119，Social Protection Unit，



2013/05 开 放 时 代 专 题 二

□
70

□
71

大、最基本的经济单位。他们结合农业和工业、农

民和工人，组成一个密不可分的大群体。对这个

群体的表述，可能最贴切的还是原来的中国革命

的“工农”（广大）“劳动人民”，而不是我们常用的、

能够清楚划分的传统“工人”和“农民”范畴。

但是，不符实际的传统意义的“工人”和“农

民”对我们关于中国社会和经济史的思考影响深

远，也对我们的劳动立法历史影响深远，更对我

们思考中国的社会不公问题的根源影响深远。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视角促使我们的左派学者们

聚焦于正规的产业工人“无产阶级”的研究。他

们的用意是为广大劳动人民说话，但是实际上，

他们所研究的只是广大劳动人民中的较少数

——即全职、正规的产业工人，实际上局限于劳

动人民中的不到10%（更详细的讨论见Huang［黄

宗智］，2013）。
同时，国家对源自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和

“劳动法”概念范畴的使用，同样促使我们忽视位

于正规法律之外的绝大多数的真正劳动人民。劳

动法今天其实只被适用于具有特殊身份的正规职

工，同样只是劳动人民中的少数，约六分之一。

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拐点”理论同

样促使我们简单聚焦于正规经济，并想象全国的

劳动人民已经、或行将被整合为一个同等待遇的

单一劳动市场，完全无视规模极其庞大、占到劳

动人民绝大多数的非正规经济。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美国的“橄榄型”社会模

式理论的影响。它促使大家想像一个中间大、两

头小的社会结构，以为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达

到、或快速地趋向这样一个模式在发展。他们同

样忽视了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把约六分之一的

“中产”职工等同于大多数就业人员。

本文论证的是今天中国，除了顶层的国家官

员和大企业家之外，主要由两个差别悬殊的阶层

组成：一方面是新兴的占到人口约六分之一的

“中产阶级”。他们在生活习惯、消费要求和价值

观上，已经越来越和国际大城市的“中产阶级”趋

同。另一方面则几乎是另一个世界，是处于国家

劳动法规和社会保障制度保护之外的非正规人

员——主要由九亿农村户籍的“半工半农”家庭

所组成的广大劳动人民。他们既非传统意义的

“工人”，也不简单是传统意义的“农民”，而是亦

工亦农的农村户籍人民。他们才是中国的真正

劳动人民，亟需我们去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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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卷）》，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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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最突出的研究之一是李静君（Ching-Kwan Lee），

2007。详细讨论见黄宗智（Philip C. C. Huang），2013。

②代表性的著作是陆学艺，2003；陆学艺（编），2002。

详细讨论见黄宗智，2009。

③代表性著作是蔡昉，2007。详细讨论见黄宗智，

2009。

④煤矿则有使用“亦工亦农”的“轮换工”者，被认为是

特别适合煤矿用工的一个型式（国家劳动总局政策研

究室，1980：44～45）。

⑤ILO统计的是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叙利

亚，未纳入中国。

⑥这是因为它在组织上比较强调实践，其管理机关和

每年的国际劳工会议由分别来自政府、企业主和工人

代表组成。见 The Nobel Peace Prize 1969，Presentation
Speech，http：//nobelprize.org。这里引用的 2002 年的报

告是由一组知名研究人员所写，牵头的是哈佛大学的

玛莎·陈（Martha Chen）和联合国统计部的乔安·万尼奥

克（Joann Vanek）。

⑦根据本文使用的概念，正规部门的非正规人员应该

包括承包正规企业工程的非正规私营企业、个体户和

未经正式登记的人员不限于正规部门单位正式上报的

在册临时工。如果简单地从正规部门单位上报的在册

就业人员数出发，减去正规职工，得出的只是几百万的

人数，完全没有考虑到绝大多数实际存在的农民工。

例见制造业、建筑业的就业人员数与职工数（国家统计

局，2007：表5-6，表5-9）。

⑧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起草组：《中国农民工问

题研究总报告》，载《改革》2006年第5期。该报告对“城

镇”范畴的定义是和国家统计局就业人员统计一致的，

即限于县城关镇及以上的城镇，不算其下的镇，但人口

普查则纳入所有的镇，两个口径的统计因此有所不同

（国家统计局，2007：123，180）。

⑨例如，北京市丰台区2002年的一项有关调查显示，被

调查的城市居民平均工资是 1780 元 / 月，而农民工则

只有 949 元。他们之中有 1 / 3 的人员每天工作时间超

过 12 小时，1 / 6 超过 14 小时（李强、唐庄，2002）；另一

项关于合肥市的研究，基于 836 份有效问卷，发现 80%
按月报酬在 800 元以下，86%每天工作 10 到 14 小时（方

云梅 、鲁玉祥，2008）；另一个 2007 年关于武汉、广州、

深圳和东莞等城市的研究，根据 765 份有效问卷发现，

农民工工资在2004年以后有显著的增长（49.5%月薪达

到 1000 元以上），但他们平均每周工作 65 小时。如果

按小时计算，他们的工资只达到 2005 年全国正规职工

平均的 63%（简新华、黄锟，2007）。当然，《总报告》是

最为全面的调查。

⑩比如，加上了在自家所有房子居住人的房租等值估

算，但是仍然没有纳入城市居民在医疗和教育上所享

有的“暗补”的估算（Gustafsson，Li and Sicular，2008：

15-17）。应该指出，也没有考虑到工作时间的差别。

这是按每就业人员计算。如果按人均计算，则低

35%。

这里的“城镇”再次指县城关镇及以上，“乡村”则包

括其下的镇。见注⑧。2009年，私营企业数增加到624
万，人员增加到 9000 万人，平均每个企业约有 15 位员

工（中国民［私］营企业经济研究会，2009）。

2003 年年底全国有 0.0344 亿（344 万）这样的企业。

当然，也有极少数符合美国语境内想象的那种中、大规

模的资本主义企业。

当然，在私营企业“就业人员”中，也包括那些可被视

为小型“资本家”的五百万企业所有者，以及一些高技

术的高薪人员。但其绝大多数无疑是普通员工，也是

待遇差于正规经济职工的就业人员。

相关数据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2007》，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版，表5-14。

当然“私营企业”、“个体”和未登记人员中不仅包括农

民工，也包括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和本世纪 00 年代初期

数量可能达到 5000 万的就业于非正规经济的城镇居

民。其中许多是下岗职工，在非正规经济重新就业，大

部分在服务业（第三产业）就职。我们缺乏全面、可靠的

材料，但根据1997年一个相对系统的在17个省55个城

市的问卷调查，大部分下岗职工是“中年”的人员（年龄

在30岁到50岁之间的占64%），只具备相对较低的文化

水平（其中小学和初中学历的占 56%，上过大学或大专

的仅有5.7%），绝大部分成为交通运输、批发零售、餐饮

和“社会服务业”等部门的非正规就业人员，或在小型的

所谓“私营企业”工作，或者变成自雇的个体户，大多只

比农民工稍高一个层次。只有很少部分的下岗人员

（4.7%）认为国家的各项再就业工程对他们有过“很大

的帮助”（“城镇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状况调查”课题组，

1997；亦见Ministry of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n. d.）。

这里应该附带说明，中国农村今天越来越多的就业

人员同时从事不止一种职业——譬如，部分时间耕种、

部分时间在乡镇企业或私营企业就业，或以个体身份

从事小买卖、运输、工匠等工作。以上的统计是按照主

要业务——每年就业 6 个月以上——来归纳的。详见

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综

合提要》，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8 年版以及国务院

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统计局（编）：《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汇编（农

业卷）》，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版。

黄宗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美国加利福

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

责任编辑：皮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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